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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如何应对社会变化？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给政党带来了哪些机会和挑战？怎样将党员纳入党

内决策机制，度又怎么把握？政党如何处理内部冲突？如何处理和防止党内腐败？上述问题和许

多其他问题出现在政党管理中，考验着政党的整体组织能力。

    如今，各大政党分属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因而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但谈到政党管理，

有一点是相同的：政党管理同人们对政党所属政治体制的认知密不可分。党内管理不善和权力滥用，

会严重打击公民对所在的政治体制的认同，大幅损害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所有政党都肩负

着持续改善政党管理的重任，以便适应它们代表的社会所面临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并探索能保证

良治的政党管理的制度化形式。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政党管理方面正面临着种种挑战，包括如何防止和控制党内腐败及奢侈

浪费，如何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吸纳新的社会阶层等，因为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过

去的革命党转型为一个代表大众的执政党。

   为了识别政党管理中较好和较差的实践，进一步推动此领域的研究和讨论，上海行政学院和德

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协调项目办公室）于2013年 9月24至 25日共同举办了题为“现

代政党管理 – 中国及国际实践”的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来自 9 个国家的学者介绍了他们对

多个政党的研究成果，横跨社会民主党、保守党、共产党和自由党。除此以外，这些政党是基于

它们对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性而被选择出来的，即使它们在其中并不一定是作为光辉的榜样。

   参加研讨会的除了来自各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还有中国党政机关的专家。这说明，目前

中国对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很感兴趣，而且会议召开得相当适时。鉴于各方对会议主题的浓厚兴趣

和研讨会上的高质量讨论，上海行政学院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决定将大会论文结集出版，中、英

文各一册。所有章节还将收入 2014 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现代政党治理比较

研究》卷中。 

    在此，上海行政学院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谨向所有作者和译者致谢。

    我们诚挚希望本论文集能为国际政党管理比较研究做出有益贡献。

上海 2013 年 12 月

史丽娜 ( Catrina Schläger )  			     王国平 ( Wang Guoping )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		    上海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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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治理经验：法国社会党

劳伦特 • 布韦 ( Laurent Bouvet )

一、 引言
   自从弗朗索瓦 • 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其

所在的法国社会党（PS）紧接着在国民议会选

举中获胜以来，社会党执政时间已经超过一年。

在 2012 年 5 至 6 月国民议会选举胜利前，社会

党在野了整整十年。

   然而，本文的重点并非作为执政党的法国

社会党，而是社会党的组织结构及其面临的挑

战。

   在简单介绍法国社会党的一般特点 ( 一 )

及其中央组织机构（治理机构）( 二 ) 之后，

本文将重点讨论其党内民主和党内决策机制

( 三 )。

二、法国社会党的一般特点
   首先，法国社会党是一个社会民主政党（符

合欧洲通用的社会民主政党定义）：它具备改

良主义政纲和政策议程，同欧盟的渊源深厚，

在制度建设方面追求民主和自由。即使如此，

它的话语要比其它欧洲社会民主政党更为偏左。

原因有三：一为其特殊的历史，即法国左翼的

长期革命历程；二为该党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

关系维艰；三为同样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党内

政治组成的多样性。 

   法国社会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主义

政党。因此，本文将首先重点从党内组织和决

策过程这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其次，法国社会党是一个在公共部门（尤其

在教师中）拥有广泛支持的全民党。受过高等

教育的中上阶层占到了其党员和核心选民（从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约为法国选民总数的 20%）

的大多数。它的核心选区涵盖大都市区（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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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郊区（新移民）和整

个公共部门。相比之下，蓝领工人、小城镇和

农村地区未被充分代表。

   从人口结构上来说，法国社会党正在快速

老龄化，而且在吸收女性方面步履迟缓。例如，

2011 年进行的最新一轮研究表明，只有 3% 的

党员是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占参与法国经济活

动总人口的 20%），38% 的党员是受过高等教育

的专业人士 —— 各类教师占其中的 18%。60%

的党员（含退休人员）来自公共部门。党员的

平均年龄不断上升：目前略高于 55 岁。40 岁

以下的党员只占 23%，而 60 岁以上的党员占到

了38%。虽然十多年前党章就规定了“性别平等”

原则，也即党内所有职务及选举候选人均应严

格执行男女平等，但女性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

30%。

   第三，法国社会党过去二三十年来的演

变可谓卡茨（Richard Katz）和麦尔（Peter 

Mair）提出的党的卡特尔化的最佳例证。具体

证据有：法国政党的公共资金来源、职业官僚

扮演的关键角色、当选官员的影响力、政党能

否执政的重要性以及支持者数量的萎缩。

    可以这样说，法国社会党做出了集体选择，

维持了对支持群体的严格控制，没有调整“教

条”或改变党同社会的关系。这些都增强了卡

特尔化的趋势。该党迄今实行的调整微不足道，

却被大肆强调和宣传。这些微调可用三个词组

来概括：青年人、妇女和少数族裔。不过，吸

引年轻人的工作主要由一些同党关系密切的小

型官僚组织来负责（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和简称

“UNEF”的法国大学生联盟）。运用性别平等的

党章原则并积极提升妇女地位显然是高级当选

官员手中的工具，用来保持他们对党和候选资

格的控制。提倡“多元化”和更多地从多元文

化角度考虑少数族裔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它

们更多地服务于功利主义目的，而不是真正地

向法国社会开放。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所

有形式的“更新”都是为了掩盖这样一个问题：

几十年来，法国社会党在争取除公共部门、受

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少数派”选区以外

群体、促进党的面貌改变方面少有作为。法国

社会党不再代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不再捍

卫这两个阶级的利益。这种演变不但带来了道

德和历史问题，而且如今对社会党构成了核心

的选举挑战：党的核心选民太狭窄，无法在执

政期间实施得到足够多人口支持的长期战略。

   鉴于社会党的上述特点，该党如果能在全

国大选中胜出（例如 2012 年 5 至 6 月的选举胜

利），要么是出于误会，要么是悖论的产物: “满

口左翼话语”，用“传统”社会价值观来打动

核心选民；说得很少，但展现出务实想法，了

解为了赢得选举胜利，需要形成一个体量够大

的联合阵线。选举期间不提经济政策（因为分

歧太大），而是着重谈那些能够统一左翼阵营

的话题。

三、法国社会党的组织结构
   法国社会党的组织结构具有欧洲左翼政党

或一般的拥有“广泛基础”政党的典型特点。

本文只述及法国社会党的全国性组织结构，因

为这一结构在其下的每个层级都得到了复制：

省级（每个省都有一个联合会）和地方（每个

城镇都有一个支部）均如此。

    党的治理机构有四个：

(i) “全国委员会”，即党代表大会。全国委

员会每隔三年由所有党员在党大会上按比例制

根据“动议”投票选出。所谓“动议”，是指

由党内“派别”提出的含人名列表的政策宣言。

(ii) “全国局”，即全国事务局。它由全国委

员会从其成员中按比例制选出。该局每周召开

会议，讨论党在政治辩论中的口径和立场。

(iii) “总书记”，即第一书记。他是党的首

席执行官。总书记需赢得国民议会的多数选票，

而且需由所有党员在一次各派系领导人都能参

加竞选的正式投票中选出。

(iv) “全国书记处”，即党的执行机关。他由

总书记在全国局中选出得票最高的成员担任，

负责管理党的日常事务并和媒体打交道。

   除了中央组织外，党的当选官员还有自己

的组织。所有属于社会党的当选官员还形成了

一个联合会，或其它小组织。有一个简称 MJS

的青年运动目前独立于社会党，但参加辩论和

决策。

四、党内民主和决策
   法国社会党是一个具有强烈多元主义色彩

的组织。对法国社会党人来说，多元主义就是

托克维尔所说的“心灵的习惯”。这是因为该

党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民

主制度有着强烈的承诺（作为主要的左翼执政

党），而且该党是一个代表了各种法国社会主

义传统的民主组织。

   从历史上来看，法国社会党由 19 世纪发起

并在 20 世纪发扬光大的、组成法国社会主义传

统的广泛群体构成：成员包括革命者和改良主

义者、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雅各宾派和吉伦

特派（强势政府还是分权化的政府）、国会议

员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工会、协会）、政府

驱动型决策的支持者和亲公民社会者。

   在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以下几个关键时

刻彰显了党对多元主义的偏好：

让 • 饶勒斯同朱尔斯 • 盖德领导的具

有强烈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的群体达成

妥协，创建了统一的法国社会党。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三国际之后，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决裂。用莱

昂 • 布鲁姆的话来说，他在图尔会议

上同反对共产主义多数派（多数派们

另起炉灶，但拿走了原来由让 • 饶勒

斯创办的党报《人道报》）的少数党

员一起保住了“老房子”。在会上，

布鲁姆坚持民主和法治，反对革命推

翻国家（第三共和国）。

在弗朗索瓦 • 密特朗的领导下重新建

党，以赢得总统大选，并成为第一个

反对法国共产党的左派党。当时及后

续几年，重新建立的法国社会党融合

了许多不同的左派群体、工会和公民

社会组织，尤其是左翼基督徒。党的

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多元化在 1981 年

前达到顶峰。

密特朗领导下的法国社会党取得了历

史性（里程碑式的）胜利。他成为

1958 年以后第一位左翼法兰西共和国

1905 年	       

1920 年	       

1971 年	       

32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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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引领法国进入了一个全新历史

周期：社会党不但执政，而且是对抗

法国右翼的主要（支配性）替代力量。

当然，党的多元主义性质有所改变，

但多元主义还是党内生活的一部分，

也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在党的议程里。

   法国社会党的价值观和组织也体现了多元

主义：

– 在法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教条同民主制度有

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社会党同法国共产党的一

大区别。曾经有数十年的时间，社会党宣言一

直号召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但它总是主张采用

民主方式：赢得选举胜利，通过实施法律（并

且在法治框架下）改变体系。 因为对民主的坚

持，当选官员（议会代表、政府成员、市长等）

在党内具有很大权重，对此下文还有详述。

– 党的组织本身也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

价值观。党内所有治理机构都按比例制由自下

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保证每一个群体和派别

都有相应代表。

    社会党的党内民主 —— 在下野期间 —— 

非常活跃。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党

内讨论和辩论的机会众多。地方层面上，党员

定期召开会议。党还会组织对特定议题的全国

性讨论。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党大会是党内生活

的核心，负责制定党的政策。

   展开党的主要教条或政策辩论时，组织原

则兼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议题由中央办公

室提出，然后在地方层面展开讨论。此后，各

地讨论意见被综合纳入全国性的最终文件。党

员们投票决定是否接受最终文件的文本（或提

出修订意见）。

    在上述所有活动中，各大派别扮演着重要

角色。所有党员都隶属于某个派别。派别按教

条或政治立场来划分：中央集权论者、改良主

义者、绿色论者等。

   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各大派别（每个派

别都有一个中心治理结构，围绕一个地位突出

的领导人展开工作，而这个领导人往往是党的

最高领导或法国总统竞选的潜在候选人）都会

拟定自己的要求并指导其成员投票。

   面对右翼和极右翼进行公众辩论时，党的

“一般利益”往往占据优势：一旦党员都投过

了票，党的官方立场就界定出来了。有时，不

同意见也会被公开表达出来。这方面最重要的

一个例子就是 2005 年有关《欧盟宪法条约》的

全民公决。在 2004 年的内部公决中，法国社会

党决定在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但有些党员和

党的当选官员在全民公决中违背党的意见，公

然鼓动人民投反对票。直到今天，这还是党内

的一个重大创伤和鸿沟。

   不过，党内最重要的事件 —— 除投票选

出地方和全国选举候选人外 —— 还是每三年

召开一次的党大会。党大会提供了教条和政策

辩论的机会，还能任命党内官员。党大会的程序，

从地方层面到全国层面均极其复杂和漫长。

   党大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构建派别。派别

建立在被称为“动议”的政策宣言基础之上。

所有党员（为了防止欺诈，对党员名单和地方

投票资格进行严格监控）对不同宣言投票（宣

言可能有二到七或八个），并用同样方法选出

各级地方和全国机构（全国委员会、局、书记等），

还有各级党的领导人。

   这一流程确定一个多数派（在党大会召开

的三天里，如果没有哪个动议获得多数票，得

票最多的动议会邀请其它动议共同组建多数派。

这个过程被称为“合成”）。

    拒绝合成 —— 其实就是拒绝得票最多的

“动议”提出的条件 —— 的动议就成为少数派。

它们不能参加党的行政机构。

    所有中央治理机构均根据对这些“动议”

的表决来组建。

– “全国委员会”（所有获得 5% 以上选票的

动议均得到代表）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是

大型政治辩论的论坛。

– “全国局”（每个“动议”都从全国委员会

成员中选出自己的代表进入全国局）每周召开

会议，进行一般讨论和决策。

– “全国书记处”：党的执行机构，成员们由

总书记从全国局的多数派中选出。总书记本人

是获得多数派的动议的领导人。全国书记处负

责党的组织工作、选举和政策执行。

   法国社会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当选官员、

特别是地方当选官员（大城市的市长、地区和

海外省份的省长）的权重——过去十年来该权

重日增：目前，12万名党员中有5万名当选官员。

这一日增的权重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首先，

党员总数呈现长期颓势。目前党员总数约为 12

万名，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党有约15万名党员，

而1981年时该党的党员总数达20万名。诚然，

法国各政党的党员数量向来不高，但法国社会

党的党员数量仍然偏低。其次，过去 10 年来，

社会党党员在一系列地方政府选举（以及随后

2012 年全国选举）中获得了更多席位，所以当

选官员的党员数量快速上升。

   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所有党内

生活、政策和决策都偏向这些当选官员的利益。

党因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选举胜利上，而不是在

组织教条辩论或公民社会、培养支持者等任务

上。这就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两个方面改变了

党的性质。一个更为“中立”的、务实的和改

良主义的教条形成了。此外，大批党员依赖该“体

系”，接受当选官员利用职务之便提供的工作

和职位等。资金来源方面亦是如此：党的经费

主要来自公共补贴（取决于代表数量和全国选

举结果）和当选官员的献金。另一方面，党极

度依赖选举胜利。如有败选 —— 明年地方层

面选举必然会有败选案例 —— 党组织极易受

到削弱，最终会变得脆弱。

   有人会说，这是在民主和多元政治体系下

运行的代价。其他人会说，社会党已经存在了

一个多世纪，是时候放下传统形式和组织结构

了。

   当选官员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体现在对党的

全国和地方机构职务候选人的任命上。这是除

党大会任命派系领导之外另一件党内大事。

   该过程可从两个方面来描述：第一，官方

程序和规则；第二，各派系和当选官员的非正

式商谈。

五、公开初选的革命
   社会党党员在地方机构组织下选出参加法

国选举的候选人，这一程序可被视为内部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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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当选官员和派别的影响力让事情变

得复杂起来。在某些地方（采用严格赞助体系

的传统“联合会”），投票并非完全自由。法

国社会党可以用美国政治科学中的“政党机器”

这一概念来形容。

   于是，法国社会党引入了一个新程序：公

开初选（所有公民只要宣布支持社会党并且付

一小笔参与费用就可参加）可能对社会党的定

义、角色和组织带来重大变化。

   2007 年和 2012 年总统大选中，社会党首

次进行了公开初选试验。2007 年，公开初选开

了一个小口，只面向那些付费 20 欧元参加投票

的新党员（该举措为当时拥有 15 万名党员的社

会党招揽了 7 万名新党员）。这个小口却造成

了重大影响，一名非党内官僚的候选人胜出。

她（首位女性候选人）深受媒体和民调青睐。

2012 年，经过激烈辩论后，法国社会党决定放

开初选。2011 年 11 月，300 多万名公民参加了

两轮初选。党指定的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 • 奥

朗德乘势而上，成为所有反对党的代表，同谋

求连任的保守总统萨科齐角逐，并于 2012 年 5

月当选法国总统。

   如今，公开初选已经成为地方层面所有任命

的必然原则，2014 年 3 月即将进行的地方选举

首当其冲。

   公开初选对党内生活、甚至党的生存有着

深远和无法预测的影响。它会对派别政治和内

定候选制构成更大挑战。党员的角色在博弈中

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不占据中心位置。他们

可能因为被剥夺了选择候选人权利而产生怨恨

情绪。对很多党员来说，这原本是仅存的党员

特权。党自身扮演的角色也可能从原来的筛选

候选人变成初选过程的技术组织者。

2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党治理的经验

安东尼 • 巴特勒 ( Anthony Butler )

一、引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特点
   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把自己描述为

一个致力于长期的种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解

放运动”（ANC 1969，2000，2002，2007），

但它也是宪法代议民主制度中的一个政党。它

拥有在南非竞争性选举中几乎三分之二选民的

支持。通过它众多的会员以及与南非工会联盟

大会（COSATU）、南非共产党（SACP）的长期

联盟，非国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域占有支配

地位，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看来都将如

此。然而，它所致力的解放运动，面临着重大

的治理和组织方面的挑战。

   非国大在近代以卓越的力量在南非政治中

出现，该党派由黑人精英创立于 1912 年，当年

是为了对抗偏袒白人的政治解决方案而兴起，

作为一场运动，它代表了精英阶层，政治立场

趋于保守。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这些弱点

导致了非国大被边缘化。1948 年后，面对国民

党愈演愈烈的“种族隔离”教义，非国大发动

了一连串的反抗运动，从而第一次把自己带到

了一个国家领导者的位置。在 50 年代，非国大

与其他反种族隔离力量结合，致力于宣传“自

由宪章”，这是一个准社会主义的和非种族主义

的议程。“自由宪章”尽管掩盖了“非洲独立运

动倡导者”与“非种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但还是未能阻止“泛非主义者大会”（PAC）在

1959 年的分离，这一分离出去的派别拥有一个

更加激烈的黑人民族主义议程（Butler 2013a: 

16 - 32）。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出现了政治动荡，

其顶峰是沙佩维尔大屠杀后于 1960 年对黑人反

对力量的镇压 (Lodge 2011: 74–108)。此后，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党治理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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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大被南非当局禁止，但非国大发动了一次

武装斗争。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联合军事组

织——“民族之矛”（非洲之矛），针对在军

事和情报上有压倒性优势的南非当局，进行了

长时期并且大多毫无建树的破坏活动。主要的

非国大领导人，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 1963

年的尼亚审判中被判犯有判国罪而入狱，其他

非国大领导人则被判长期流亡，直到 1994 年

的第一次种族平等选举之前不久回国（Butler 

2013a: 45 - 7）。

   非国大展示了显著的意识形态多样性。宗

教活动分子与共产党员和传统主义者并肩作战

（Erlank 2012）。共产主义对非国大的发展特

别有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截了当的（Cronin 

2003，Netshitenzhe 2003，Slovo 1988）。直

到 1985 年，非国大在领导层还是保持着一个非

洲黑人运动的身份特征。只是随着具有非洲意

识的非国大和不分种族的南非共产党越来越紧

密的伙伴合作，多种族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很大

程度上才成为现实。黑肤色的非洲人，不同于

白人、其他有色人以及印度人，可以在两个实

体中同时担任领导职位。1

   南非共产党采取了坚决的亲莫斯科姿态，

但它永远首先是一个组织工具，而不是一个意

识形态工具。南非共产党的党员，许多是白人

或印度人，认为自己在非国大中是先锋战士。

由于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南非共产党受到

了极大的削弱，苏联解体这一划时代事件导致

了南非共产党内部的集体辞职，也导致了许多

理论和政治方面的变革。同时，经济政策上的

保守主义引起了非国大与南非共，以及与南非

工会联盟大会——南非工会联盟大会是一个与

非国大结盟的组织，成立于 1985 年——关系日

益紧张。

   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联盟大会

这三个组织的会员大幅重叠。几乎所有的南非

共产党干部也是非国大会员，不过，1989 年后

共产党的声望和权力遭到急剧侵蚀，这使得南

非共产党仅仅是非国大内许多主要派别之一。

南非共产党党员不参加竞选，相反它进行游说，

以便把自己的候选人放到非国大的选举名单上。

南非工会联盟大会的领导人与非国大和南非共

产党都有紧密的联系，南非工会联盟大会既是

南非共产党的主要投资者，也是非国大重要的

生力军。

   非国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民主转型时

期接受了劳工和公民社会作为自己的盟友，人

们普遍将它视为一个自然的执政党。在它统治

的第一个十年，它也成为了一台令人印象深刻

的选举机器。解放运动参差不齐的民主倾向与

民主集中派和合法权威的等级观念共存。这些

元素之间的斗争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得到

一锤定音的解决。然而，这个国家的宪法，确

立了代议民主制和自由政治权利。

自 1994 年以来的成就

   非国大成功化解了与普遍的不平等和深刻

的社会分裂相关联的诸多政治和经济挑战。五

项成就显得很突出。第一，非国大确保了政治

稳定。尽管它在选举中的表现很好（自 1994 年

1 这些种族类别曾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石，如今很大程度上依然在使用着。

以来，非国大在全国大选中获得了 63-70％的

选票），它通常避免使用非民主的手段来达到

自己的目标。它小心制定的计划有助于公民的

选举选择具有结构特征，过滤、优先排列以及

调和了需求；并且，缓和了有可能造成不和的

意识形态冲突 (Butler 2007: 36)。

   第二，解放运动经久不衰的选举人气允许非

国大实施一项不受欢迎的但却必要的经济稳定

计划（Maphai & Gottschalk 2003）。第三，

非国大在种族隔离的混乱状态中创立了一个新

的政府体系（Picard 2005）。第四，非国大在

最贫穷的公民中保留了一定的信任度，须知，

对这些穷人来说，民主的第一个 15 年带来的是

贫穷的进一步加深而不是贫穷的减轻 (Simkins 

2004)。

    最后，非国大劝阻了种族的和民族的冲突。

虽然三个世纪以来都是白人至上、种族隔离，

非国大毫不手软地将种族平等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加以推广，并作为一个指南加以实行。它在

竞选公职的过程中，尽力控制内部涉及种族的

讨论，也避免明目张胆地搞部落偏袒。种族平

衡已经成为（至少到最近）非国大比例代表制

和全国执行委员会（NEC）选举的基石，关键的

非国大机构和内阁本身都有一个精心管控的多

样性 (Butler 2005)。

   非国大解放运动由一个流亡的（在监狱

的）政党发展为一个群众性运动。它把流亡运

动的等级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与国内反种族隔离

斗争所体现的大规模组织政治结合在一起。其

成员继续表达他们的参与要求，坚定的活动分

子在追求更广泛的选民支持时并不赞成淡化党

的意识形态特点。然而，作为一个选举性政

党，非国大已具有“全民党”的特征（Lodge 

2004）。

   解放运动中复杂的利益和声音意味着必须

实行中央纪律和广泛审议，这样才能维护政治

团结。保持一个庞大的活动积极分子基础，对

非国大来说仍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它在登记和

投票时间动员选民，增强该党执政纲领的合法

性并促进人们对纲领的理解。非国大的结盟制

度使得它能够代表多样化的阶层和意识形态利

益，但是，该运动自身的政策是要建立一项黑

人的事业和一个黑人的中产阶级，这样的政策

引起了内部的阶级紧张，以至于威胁到了非国

大自身的团结。由于实行了“黑人经济振兴”

政策以及某些国家采购流程的政治化 (Butler 

2011)，非国大领导层中现在有一个显著的

“黑人资产阶级”。非国大运动也培养了黑人

中产阶级的成长，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但大多

数在基层的非国大活动分子依然贫穷 (Butler 

2013a, Jordan 2011)。由于活动分子和领导

人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和经济利益，这导致了

非国大内部阶层显著的紧张关系。

挑战

    非国大近年来面临着四项主要挑战。第一，

越来越大比例的非国大活跃成员不那么敬重解

放运动中形成的传统权威。自 2002 年以来，非

国大党员的增长已超过 300％，从 416846 名增

长到如今的 100 万多名（ANC 2012 b）。绝大

多数新党员对于党的历史和价值观知之甚少。

    第二，非国大一直遭受“金钱政治”和“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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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逐利”的困扰，也即党员把该解放运动作为

进入政界或公共职位的跳板，希望为一己私利

滥用职权，或者利用私人资源去赢得党内选举。

例如 2012 年在曼贡的选举大会上，政治领袖同

时也是极其富有的商人在竞争非国大的副总统

职位。在该运动组织的下层，非国大领导也未

能消除腐败，部分是因为该组织本身也牵涉其

中（Butler 2010）。

   第三，非国大的内部政治被打上了派系冲

突的印记。在国家层面，前任总统塔博 • 姆贝

基的派系试图抑制非国大高级职位的竞争，姆

贝基在 2007 年的意图是保持非国大的主席职

位，并且从非国大总部去控制国家总统职位。

这个努力戏剧性地适得其反，姆贝基的竞争者

雅各布•祖马在非国大的主席竞选中大获全胜。

   最后，非国大还存在着持续的组织混乱。

操纵内部选举和滥用资源导致了令正常秩序几

近瘫痪的政治动荡，尤其是在地方和省级层面。

二、政党组织结构
   非国大在四个层面运作。全国代表大会，

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2 非国

大在南非的九个省份的代表大会选举各省级执

行委员会（PECs）。地区执行委员会在副省级

层面选举产生，非国大的分支机构几乎存在于

每一个社区（ANC 2007）。

   非国大还有三个“联合会”。首先是非国

大妇女联合会 (ANCWL)，此联合会对非国大的

女性会员开放，它也有国家级、省级和分支机构，

相当于一个“自治团体”，但是它的章程、规

则和管理办法必须遵守非国大自己的章程（ANC 

2007：7.3）。其次是非国大青年团 (ANCYL)，它

对年龄在 14 至 35 岁的青年开放，也在国家、

省和分支机构层级运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青年团已成为了非国大内部政治的一支主力军。

近来它卷入了试图开除非国大主席雅各布 • 祖

马的活动中，实际上也正是青年团曾经帮助祖

马当选。由于卷入此项活动，青年团的领导层

在 2012 年曼贡代表大会的预备阶段被暂停资

格。3 非国大近来启动了一个非国大老兵协会，

该协会向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非国大长期会员

开放。

   非国大与南非工会联盟大会及南非共产党

的“三党联盟”也在省级和地方层面运作，当然，

这种运作只有在选举时才较为系统一贯，其他

时候则随意性很大。

国家层面

   全国代表大会是非国大最高权力机关，它

90％的代表来自分支机构，即与市行政区划重

叠的基层结构。这些代表应在“适当建立的分

支机构全体会议”上选出（ANC 2007：10）。

代表人数按理应该与交费党员数成比例，每一

“合格”分支机构都有权至少推举一名代表，

这里的“合格”是指符合必要的程序与党员数

规则。其余有权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的代表

则由全国执行委员会“从各省执行委员会、非

国大老兵联合会、非国大青年团以及非国大妇

2  全国执行委员会有 80 名成员，是非国大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

3 这是5次非国大年度代表会议中最近的一次，在该次会议上，分支机构代表和其他代表通过了政策立场并选举了全国领导人。

女联合会的成员中”分配（ANC 2007：11）。

   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职责如下：决定非国

大的各项政策和纲领；审议由非国大主席、司

库和秘书长所作的报告；审议各联合会的活动；

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中“6 名最高级”官员和

其余 80 名“附加成员”(ANC 2007: 11)。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执行委员

会是非国大最高机构。它是在全国代表大会上

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该委员会中 50％的成员

必须是女性。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出一个全国

工作委员会 (NWC)，作为解放运动的秘书处和

“机房”(ANC 2007: 11)。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职责包括监督省级、地

区和分支机构的活动；审查非国大老兵联合会、

非国大妇女联合会和非国大青年团；管理候选

人选举过程。全国大选的候选人选举由全国执

行委员会指定的一个全国提名委员会控制。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各个次级委员会涵盖的

领域有：通信和媒体；教育和卫生；经济转型；

国际关系；立法机构和治理；组织建设和活动；

政治教育和资金募集。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主要

来自全国执行委员会，他们中许多人是国家政

府中的内阁成员或副部长（ANC 2013b）。在一

些政策领域，例如经济政策和国际关系，在非

国大的各个委员会与政府各部门之间有强烈（但

隐匿）的冲突。

   非国大的全国总部（设在约翰内斯堡的卢图

利大厦）提供机构性支持。它活动的关键领域

涉及组织和动员、政治教育、信息和宣传以及

财政。三位全职官员，即主席、秘书长和司库，

拥有相当数量的固定办公人员。秘书长管理非

国大全国总部，但是一个地位稳固的主席，如

塔博·姆贝基，可以控制总部的运作（Butler 

2005, 2007）。

   就像非国大总部内的关系会上下波动一

样，国家与政党之间的权力平衡也一样会波动

(Lodge 2004, Butler 2007)。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相对小的、前政治流亡者的圈子控

制了解放运动的关键职位。非国大在姆贝基担

任主席期间（1997-2007 年），政府部长日益控

制着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政府部门主导着

决策过程。然而，自 2007 年以来，全国执行委

员会的各个委员会东山再起。这导致了非国大

在政府决策中主要起到否决动议的作用，也导

致了国家决策过程的缓慢和繁琐。

   非国大主席目前是雅各布 • 祖马，他是非

国大的政治领袖。祖马在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

上被选为主席，任期 5 年。对于非国大主席的

任期期数，并不存在限制。按新近的惯例，非

国大主席是非国大竞选国家总统的候选人，国

家总统这一职位是在议会选举后由国民大会选

出的（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996）。非

国大有一个政策承诺，力图避免出现“两个权

力中心”，不希望权力在非国大领袖与国家元

首之间分割。

    非国大副主席，现任是西里尔 • 拉马福萨，

主要是一个辅助性角色。虽然如此，可以说有

一个习俗，即非国大副主席应该成为非国大的

主席。4

   全国主席形式上主持全国代表大会、全国

4 姆贝基接替曼德拉，祖马接替姆贝基，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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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工作委员会，但实际上这个

官职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力。秘书长是非国大的

首席行政官员。司库是“非国大资金和财产的

首席监护人”，应该（至少在理论上）“代表

全国执行委员会收集经费并将之入库”（ANC 

2007：16.10）。事实上，在非国大内部，各方

都在争夺对经费的控制权。

省份、地区和分支机构

   各省级大会是非国大在全国九省中的最高

权力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有 90％的选票（ANC 

2007：17.1）。各省级大会通过秘密投票选出

一个有 20 名成员的省级执行委员会和高级官

员。这些选举近年来已变为派系之争，呈现反

覆无常的特点。

   各省级执行委员会主导着各省的决策，经

常在省级政府的决定（包括政府合约和招标）

中拥有否决权。地区和分支机构，及其执行委

员会，部分由各省来监管。各省级执行委员会

任命省级名单和候选人委员会，以便影响各省

和地方政府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但他们受到全

国执行委员会的监督（ANC 2007：19.9）。

   每一省级地区的界线划分旨在跟区域和大

都会城市边界相重叠（ANC 2007：21）。地区

执行委员会监督并指导非国大及其在这一区域

所有机构的工作，包括非国大当地政府党团会

议。

   非国大自称自己是一个群众组织，它的

分支机构表面上是“组织的基本单位”（ANC 

2007：23.1）。它确实拥有大批成员，分支代

表可运用各种机制来影响政策和选举领导人，

但只有一个“合格”的分支才有权参加选举和

政策会议。而且，国家领导人和地区的权力经

纪人都试图操纵和控制分支的舆论。这种结果

是由行政和组织的弱点造成的，也是由等级观

念和对选举及其他流程的操纵造成的。地区办

事处控制纸面上的党员系统，并能够控制分支

认证。

三、党内民主和决策过程
   尽管分支代表在非国大会议上占到投票代

表的 90％，在这种会议上，政策主张会被审

议和批准，会议决议由全国委员会起草。候选

人和领导人的选拔过程更激烈。在 2012 年初

的一份声明中，祖马指出非国大应该审查选举

系统，“以增强党内民主，增强选举过程的可

信度，以及增强候选人的诚信和适当性”（ANC 

2012a）。这将“保护非国大远离暴政、派系之

争和金钱”。正在考虑的提议中也包括建立一个

常设的选举委员会。

   非国大的“广教派”特点结合了历史与实

践，与流亡、军事组织、国内斗争、工会制度、

共产主义、监禁经历有关，这些东西合在一起

有助于解释它的复杂行为。它显示了既有民主

又有等级的方面，它的冲突解决风格有时被描

述为谋求共识型的。近年来，不断升级的冲突、

有意的中央集权、内部选举中越来越多的程序

操纵及金钱政治，削弱了人们对解放运动的传

统评价。

    在 2012 年，会议代表支持关注组织问题。

下一个十年将是“干部的十年”，在这期间，

据称会员将在一个“全面政治学校系统”接受

思想、学术和道德培训。干部将受到“绩效检

验”，“坚定和一致的行动”将灌输纪律，“诚

信委员会”据称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ANC 

2013a: 4–6)。

   在非国大总部卢图利大厦内，一场信息技

术革命显然将扫除过时的党员系统和通信系统。

政治资金透明度将迫使富有的忠诚支持者公开、

慷慨地向司库办公室捐赠。资金募集将被限定

在获授权的官员身上。党员身份将不得同时在

一个以上的宪法结构存在，非国大领导人希望

借此把省级权力经纪人从政治中心中排除出去

(ANC 2013a: 5–6)。

   由不实用的、科技落后的内部制度造成的

危险在曼贡会议前变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问题。“改变派系”的党员阴郁地说，如果他

们被不公平的程序手段打败的话，他们将使解

放运动陷入瘫痪。

   实际上，少之又少的对审计、资格认可、

代表选举过程的挑战成为现实。尽管有投诉说

许多分支存在“幽灵”成员，说代表并不是正

当当选的，说内部权力斗争中动用了金钱和其

他利诱，但雅各布 • 祖马所享有的胜选幅度使

推翻这个结果变得明显不可能。在未来的选举

中，缺乏可信度的内部选举和竞选过程会产生

显著的矛盾。尤其是，非国大近来已走过了一

个超过 30 年的历程，横跨了流亡和民主发展这

两个阶段，在这期间，全国层面的关键领导人

来自一个地区的家庭（东开普省），属于一种

语系（柯萨语），来自密切相关的族群（阿马科

萨人和 阿巴滕布人）。最近向更平衡的领导层

的转型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政治紧张局势，当然，

这一再平衡过程也日益由来自夸祖鲁纳塔尔的

阿马祖鲁领导人主导着。未来激烈的内部选举

如果进一步掺杂种族或地域的复杂性，未来会

威胁到党的生存（Butler 2013b）。

   当前选举过程不能授予在交锋激烈的内部

选举中产生的领导人以合法性。金钱刺激的游

说活动在每一个省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钱

和权力的循环将公职与非国大中的地位联结到

一起。各种类型的审计、资格认定和记录系统

即使存在，也基本上都停留在纸面上。各个层

级的政治行为体都学会了操纵党员数量的艺术。

   解放运动每五年就会有三次因选举或候选

人名单进程而瘫痪。内部系统的弱点也阻止了

非国大成功履行一个政党的广泛功能。在公民

活跃分子与国家政治精英之间，它不能充当一

座强大的桥梁，因为它既不能向领导层传达普

通民众的不满，也不能作为政治教育和动员穷

人的工具（Butler 2013b）。

   那些想要让非国大“现代化”的人面临着

重要的障碍。政党的现代化是耗时和痛苦的，

它也会被再次延迟到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到达

的未来。而且，如果引进新的组织系统来结束

地区对纸面记录的操纵，电脑功能已有强化的

非国大总部会利用它的技术力量，向桀骜不驯

的活动分子施加更严格的纪律，甚或自己也会

从事党员数量和候选人提名方面的越轨行为。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活动分子对信息技术满腹

狐疑。

四、党内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的解决
      2012 年的大会就游说、内部选举中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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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政治会议上的不当行为通过了新的政

策（ANC 2013a）。尽管在重建纪律及干部政治

教育上谈了很多，政党在省级、地区和基层层

面上越来越难以控制。在某些省份（尤其是夸

祖鲁－纳塔尔省），已出现了政治暗杀的高潮。

    非国大强烈反对使用法院来解决组织问题。

相反地，成员有义务通过内部纪律程序投诉那

些违背非国大行为准则的行为，这些纪律程序

在非国大组织的各个层面都有明确陈述。不幸

的是，那些应该执行规则的人经常就是那些破

坏规则的人。

   在地方层面，分支机构遭受了破坏稳定的

派系之争。地区的权力经纪人经常操纵分支机

构的政治活动，那些在选举中败北者通常转向

街头抗议。派系往往围绕着青年团、当地南非

共产党组织者、公民活动家、工会会员或一系

列其他行为体而成长起来。

   省份也表现出了派系之争，类似的动机在

较不富裕的各省成为了关键的驱动因素。民族

和种族动员在西开普省的党内冲突中发挥了惊

人的作用，某种程序上其他地方也一样。纪律

整肃的程序本身就有争议，经常导致新一轮的

争论和暴力。最有效的对涉嫌腐败或暴力激进

分子的清除由国家官员来管理，可是，人们将

这种管理解释为不过是派系力量的表演，而不

是真正的化解冲突的努力，这样解释的确很有

道理。

   在国家层面，全国执行委员会运行着两个

纪律委员会，即全国纪律委员会和全国纪律上

诉委员会，它们有权制裁、暂停、或开除党员

（ANC 2007：25）。一般不常动用这一机制，

只有2012年关闭非国大青年团算是例外，当时，

青年团带头行动，试图把祖马从非国大主席职

位上拉下来。由于姆贝基时代围绕中央集权本

身多有争议（ANC 1997a，2001），活动分子普

遍认为，纪律制裁主要是用来支持在位者、压

制反对派的。

五、预防和控制腐败的措施
    威权统治的转型造成了腐败和犯罪的风险。

此外，地方政府、法律体系、警察的职能都因

为种族隔离的历史而遭到削弱。“班图斯坦”（种

族飞地）的官僚带来了贿赂、洗钱和裙带关系

的传统。非国大小心行事以图建立一个制度框

架，用以改善政府治理并限制官员对公共权力

的滥用。不幸的是，这一制度框架并未得到积

极的落实 (Camerer 2011)。

    鉴于非国大的政治主导优势，获得政治官

职通常是通向公职和潜在私利的第一步。非国

大秘书长卡莱马 • 莫特兰蒂（2005 年）在非国

大的一次全国理事会上令人难忘地哀叹：“非国

大面临的核心挑战是解决我们干部中易于腐败

的问题”，为控制和使用资源的斗争很容易引

起道德的沦丧。我们计划中的所有瘫痪，我们

结构中的所有分裂，不管怎样，都是我们中间

这个癌症的后果。”

   国际指数表明，腐败在一个中等收入

的发展中国家并非显著地高发（例如参见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3）。非国大

主要通过党内结构来处理政治腐败指控。对一

些政治领导人和官员进行审判的持续尝试遭到

人们的摒弃，因为这样的努力会被认为是派系

斗争中的权力表演。因此，最终结果只能是，

反腐败机构遭到了破坏。议会的无党派政府帐

目委员会试图调查一次重要武器采购计划中的

腐败行为（Holden and Van Vuuren 2011），

结果是，非国大向这个委员会加派了新的高级

成员，明显是要禁止有关调查的展开。在 2005

年前后，一个有效的全国调查和检举单位叫“蝎

子”，它追查了有关当时的副主席雅各布 • 祖

马的欺诈和腐败指控，而当祖马当选非国大主

席时，一切指控都烟消云散。然而，还是有一

些新的意愿，要求那些低级别的公共部门官员

遵纪守法，新的立法可能很快导致起诉这样的

官员 (DPSA 2013)。

    非国大就内部控制会员的商业活动争论了

近十年，但没有达成任何结论。曾经有人希望

结束在国家、政党、商业部门之间的“旋转门”，

但有关倡议似乎未能获得重大的支持（Butler 

2011：67 - 8）。确实，非国大利用其干部配

备的权力，通过与非国大有关的企业，把大笔

资金从国有企业转移到它自己的小金库里。最

近在非国大各个层面推出的“诚信委员会”也

不可能改变官员滥用职权牟取私利这一现状，

金钱政治很可能将继续侵蚀公众对非国大和国

家机构的信任（Butler 2010: 237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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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3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治理和结构

庄庆山 ( Terence Chong )

一、引言
    人民行动党（PAP）成立于 1954 年，那时

新加坡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连同工人党一起，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当

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政党，自 1959 年以来一直

执政至今。人民行动党由受英语教育的中产阶

级专业人士中的核心成员创立，他们中的许多

人在英国受过教育。人民行动党最初的活动目

的是为了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和自治。从

1963 至 1965 年，当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一

部分时，人民行动党代表着多元主义和精英文

化，就如同它现在的特征。早些时候，在 1961

年，人民行动党经历了一次分裂，那时它的左

翼和亲共产主义派别脱离组织，另行成立了社

会主义阵线 (Barisan Sosialis)，以此反对已

计划好的、与马来西亚的合并。社会主义阵线

在 1963 年的大选中赢得 13 个席位，但在 1966

年抵制了议会，从而为新加坡的一党专政铺平

了道路。现在，在新加坡议会的 87 个席位中，

人民行动党控制了 80 个席位，而工人党仅占有

7 个席位。1

   人民行动党最初沉浸在社会主义哲学和左

翼政治中，但随着上述内部分裂，该党走上

了中间道路。不过，之后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人民行动党又偏向了右翼。在人民行动

党首任秘书长和国家首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

新加坡除了经选举产生的议员外，还有任命的议员。这个非选区议员 (NCMP) 计划于 1984 年引入，是为了确保不组阁的

政党的代表性。目前有三个非选区议员。此外也有被提名议员 (NMPs)，这个职位于 1990 年引进，是为了化解有关担心，

因为有人认为由于人民行动党代表的主导地位，可能导致缺乏可选择的其他观点。被提名议员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但

是他们能带给立法机关特定的专长和知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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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党主导了这个城邦稳定的经济增长。

吴作栋是人民行动党第二位秘书长和新加坡第

二任总理，他在 1990 年接替了李光耀，李显龙

则于 2004 年成为国家的第三任总理，也是党的

现任秘书长。

   除了将多元文化和精英政治奉为核心信仰

外，人民行动党是精英治国论者，它重视名牌

学校文凭，强调精通英语（精通中文则更理想），

要求党内领导者和议会代表具备专业成就，在

私有部门事业有成。人民行动党历来重视经济

增长，维护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并将公民权和

自由的保护置于上述目标之下，然而，这一为

政路线如今面临着来自更加年轻而又日益“发

声”一代选民的压力，他们要求扩大政治上的

多元。

二、政党结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

    人民行动党的权力中心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CEC)。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掌权者也是人民行动

党的秘书长和领袖。其他职位包括主席和副主

席，第一和第二助理秘书长、财务主管和副主

管。2 所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官员都是内阁大臣，

新部长和受欢迎的议员构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其余委员。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在位者和人民行动党的

干部一起负责挑选可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

选人。即将离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荐 8

名候选人，人民行动党干部推荐 10 名，享有投

票特权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和党员对这些候选人

进行投票，第一轮 12 票获得者进入中央执行委

员会。接下来有 6 名候选人会被任命，他们中

的 2 名，即第 13 和第 14 名候选人，由中央执

行委员会自动指定。虽然对于妇女和少数民族

没有硬性规定比例配额，候选人当中经常会有

一定数量的印度人、马来人和妇女，这反映了

人民行动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承诺。中央执行

委员会一年召开几次会议，在大选前会增加开

会的频率。

人民行动党总部执行委员会和党的三大

支柱

   鉴于新加坡的大小，人民行动党的官僚机

构相对较小且高度集中。与其他较大国家的主

要政党相比，人民行动党没有国家、地区或省

级的政党组织。直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民

行动党总部执行委员会实施管理任务。3  它同时

也监督 12 个分委员会，其中涉及新媒体、马来

事务、成员招募、干部遴选，也监督人民行动

截至2013年底，领导层包括以下人员：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人民行动党主席，许文远；人民行动党副主席，雅国；

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张志贤；人民行动党第二助理秘书长，尚达曼；人民行动党司库，林瑞生；人民行动党副司库，

尚穆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包括：颜金勇、黄永宏、王瑞杰、陈振声、傅海燕、维文（增选）、雅各布（增选）、

陈川仁（增选）、黄循财（增选）、潘丽萍（增选）、谢健平（增选）。

People’s Action Party Who’s Who, HQ Executive Committee，http://www.pap.org.sg/about-pap/whos-who/

hq-executive-committee (accessed 11 August 2013).

其他分委员会包括分支任命和联系、选区关系、信息和反馈、人民行动党奖项、政治教育、宣传和出版、社会和娱乐活动。

2

3

4

党妇女组织和青年团。4 人民行动党总部座落在

岛的东部的樟宜，有少量党务人员在维护行动

党的账户、党员记录和档案材料，并通过人民

行动党的支部网络协调各种反馈（Mauzy and 

Milne 2002）。在选举期间，它也是人民行动

党的运筹中心。

   在总部执行委员会监督的12个分委员会中，

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和妇女组织最引人注目，最

具象征性，它们代表了人民行动党三大支柱中

的两个。青年团成立于 1986 年，最初向年龄在

17 至 35 岁（后来上限提高到 40 岁）的个人开

放。青年团由时任第一助理秘书长的吴作栋创

立，目的是要在新加坡青年中提高人民行动党

的吸引力和关联性，人民行动党担心这些青年

会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仅仅专注于个人的事业

和物质上的成功。妇女组织成立于 1989 年，表

面上看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妇女加入人民行动党，

并参与相关决策过程。妇女组织的前身是成立

于 1955 年的妇女联盟，原本就是要支持政治教

育、选举权和 1961 年通过的、旨在推进妇女权

利的妇女宪章。随着人民行动党于 1961 年与社

会主义阵线分裂，妇女联盟也随之解散。在某

种程度上，青年团和妇女组织并不是传统上招

募议会候选人的人才库，因为人民行动党的精

英路线迫使它总是在自身组织之外寻找入围者。

      人民行动党的第三大支柱是成立于 2004 年

的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它的目的是为基层党

员提供一个与党的领导会面的机会，并鼓励他

们在政策问题上进言献策。人民行动党 87 个党

支部中的每一个都选出 2 名党员进入论坛。青

年团和妇女组织分别各出 10 名党员进入论坛。

该论坛旨在化解某种担忧，即从党外选择议会

候选人的精英主义做法可能会疏远普通党员，

至今他们只是在选举期间才成为动员的对象。

政府议会委员会

   人民行动党在 1987 年成立了政府议会委员

会 (GPCs)。该委员会不是宪法要求设立的，它

主要是作为党的机关存在着。目前，11 个政府

议会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和主席们都是人民行动

党的普通议员。每个政府议会委员会都有一个

公众人士组成的专家组， 这些公众人士在各自

领域都是专家。这些委员会本质上比照不同的

政府部委，以考察实际政策和拟议的法案，以

向政府公务人员提供建议及专家反馈。政府议

会委员会意图加强人民行动党议员对决策过程

的有效参与，通过各个专家组提供公众反馈，

以及巩固国家的民主体制（Tan 1999）。

   政府议会委员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为了反击批评，因为有人指责，人民行动党

在议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使得议会中有活力、

有内容的争论减少了。故此，这个政府议会委

员会可以扮演一个反对派角色，并可在议会中

挑战部长们的观点。在 1991 年大选中，当反对

党新加坡民主党赢得了总共 81 个席位中的 3 个

席位，工人党获得了 1 个席位后，人民行动党

便于 1991 年宣布，政府议会委员会不再扮演最

初设想的对抗角色了。

人民行动党支部和国家辅助组织

    人民行动党 87 个选区中的每个选区都有一

个党支部，但它们处于相当边缘的状态。其中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治理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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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支部都座落在公共住宅公寓里，那里醒目

地挂着人民行动党的标徽。人民行动党的党支

部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由支部主席领导，该支

部主席也是这一选区的在任议员。主席由支部

秘书和支部执行委员会辅助。多个分支组成的

团体受区委员会或团体代表选区 (GRC) 管辖，

并由一位部长领导。

   尽管人民行动党在郊区根深蒂固，其党支

部的组织角色和官僚角色都非常小。它们既不

代表某位议员或部长的权力基地，也不在党的

选举中发挥集团投票的作用。它们其实并没有

参与政党候选人的挑选，在决策中也没有发言

权。除此之外，党支部成员也不能期望在党内

能获得继续升官的奖励。它们的小角色源于令

人不快的 1961 年的分裂，此次分裂使得人民行

动党失去了对大部分基层支部的控制，也导致

了由亲共产主义派别造成的对基层支部财产的

损坏 (Lee 1998)。

   人民行动党基层支部现在的主要角色是作

为议员每周会见人民的民众联络所。这些联络

聚会最早由大卫 • 马歇尔发起，那时他是反对

派工人党的领袖，后来，这一做法被执政党所

接受。这样的聚会是晚上诊所，在联络聚会时间，

居民可以与他们的议员讨论自身的问题和担忧。

会议通常在周一或周三进行。人民行动党党支

部也协助会议的后勤工作和议员在选区的走访，

并在选举时提供帮助。

   人民行动党财政上的支持来自于部长和议

员的捐献。议员每月贡献新币 1000 元，部长和

其他的被任命者给予不同数目的金额。捐款每

月从议员年度津贴（新币 192500 元）中扣除。

政党收入的其他来源得自于在纳皮尔路的财产、

募款活动和支持者的捐款（Mauzy and Milne 

2002）。

   国家辅助组织，而不是党支部，被用于保

持与民众的联系和现场动员。这些组织包括公

民咨询委员会（CCCs）和居民委员会（RCs），

这两个委员会都是人民协会 (PA) 的成员。人民

协会接受国家拨款，是总理办公室领导下的一

个法定机构。人民协会与人民行动党之间的密

切关系并不是秘密。总理李显龙是人民协会的

主席，林瑞生作为总理办公室负责人，是人民

协会的副主席。5 这些国家辅助组织监督公共项

目，诸如福利和金融援助方案、免费健康筛查

活动、由族群和宗教团体举行的节日庆典，以

及休闲和教育旅游活动。

   只有人民行动党党员或国会议员才可以被

人民协会指定为公民咨询委员会的“顾问”。

这允许人民行动党议员可以介入国家机器网络

和公共基金，以实施公共项目，并在当地选区

提升自身形象。而公民咨询委员会员工和基层

志愿者不一定是人民行动党党员，当然，他们

中很多人都是党员，他们与执政党的政治价值

观保持高度一致。

   考虑到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主义特点，这些

国家辅助组织是仅存的几座桥梁之一，可以有

助于高层部长及国会议员与普通新加坡人保持

联系。毫不奇怪的是，他们把这一途径也当作

5 People’s Association Board of Management, 2012–2015, http://www.scribd.com/doc/127520463/PA-Board-of-

Management-2012-2015 (accessed 12 August 2013) 

一个点来阻止反对党议员成为基层顾问。在一

封为这种做法辩护的公开信中，人民协会声称，

“除了联系民众外，基层顾问被要求帮助政府

联络人民，帮助改善政府政策和项目，如抗登

革热和缓解老龄化的计划。因此，政府必须指

定支持这样的计划并能很好扮演此角色的人担

任基层顾问。反对党议员不能被期待做这样的

事，因此不能成为基层组织的顾问。”6  至于为

什么反对党议员不能被期望支持抗登革热和缓

解老龄化的计划，则从未听到过任何解释。无

论什么原因，这种做法有效地把非人民行动党

议员拦在了国家资源之外，因此，这给了执政

党一个压过反对党的明显优势。

三、党内民主和决策过程

权力来源

   正如指出的那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一

个精英组织，考虑到人民行动党的主导地位，

这个特殊的精英特点影响了国家权力结构的性

质。根据陈寿仁（Peter S.J.Chen）的研究，

国家的权力结构“由有凝聚力的权力精英建立，

而权力精英由政治精英、官僚精英和经过挑选

的专业精英组成”（Chen 1978 ：9）。陈庆珠

（Heng Chee Chan）就精英的凝聚力作了一个

意识形态解释），他认为，“目前人民行动党惊

人的精英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他

们与共同敌人斗争和运作的经验，这些共同的

敌人，最先是殖民当局，但最后越来越是党内

斗争”（Chan 1975：301）。

   就人民行动党的政党结构而言，决策权属

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专有。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的

官员手中，他们全部是内阁部长。重要的政党

事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讨论和解决，总部执

行委员会和分委员会负责执行决策。人民行动

党最初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有着

先锋队干部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倾向；其中央执

行委员会“自治并专制”，表明英语熟练的精

英在新加坡已经垄断了权力 (Ortmann 2010: 

103)。这些特点导致了新加坡“进入了这样一

种治理状态，即人民行动党几乎完全控制了国

家的资源和财产”(Ho 2010: 70)。与此同时，

党的纪律要求很高，领导人宣称，虽然在内部

可以就各种议题展开彻底的辩论，但一旦作出

决定，人民行动党对外必须展现为一个团结的

统一阵线。

   事实上，拉贾拉特南（人民行动党创始成

员之一）认为，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角色实际上是在下降（People’s Action 

Party 1999）。他的意思是说，经过 50 多年的

执政，人民行动党已经成为政府的代名词，以

致许多普通的新加坡人已经无法把两者区分开

来。上述例子中，作为一个国家机关的人民协

会怎样系统地把非人民行动党议员排除在外，

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加坡的权力中心不

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于那些进入了内

阁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任何个人如想成为这个

6 Ooi Hui Mei, “Why opposition MPs can’t be advisors to grassroots bodies,” Straits Times, Forum Letter, 31 

Augus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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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一部分，必须进入精英和名牌学校教育

体系，赢得政府奖学金，表现出众，在他们自

己选定的领域或行业胜过他人。个人通过展现

精英才能和共同价值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层

次，这样的人会被执政精英追踪并引起执政精

英的关注。精英阶层高度重视精英治国论，这

种意识形态和体制强调奖励和报酬应当基于个

人展现的才华和勤勉来进行客观分配，大大有

助于缓解人们对任人唯亲或裙带关系的担忧。

统治精英的共同价值观一般以以下内容为中心：

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以亲商政策和经济增

长为首要目标；强烈抵制那种建设福利国家的

观念，尽管可以考虑出台一些零碎的福利政策；

优先考虑国防和国内安全，使之高于艺术和文

化遗产；承诺坚持多元文化主义和精英治国论。

在经历层层遴选过程后，认同这些价值观的人

有可能成为权力中心的一部分。

人民行动党成员和干部制度

   干部制度是人民行动党的一个关键特征，

它于 1957 年设置，那时党内亲共产主义的派别

企图接管人民行动党。为了防止再发生这样的

接管行动，李光耀在一次罗马之行后引进了这

个制度。他借鉴梵蒂冈的经验，将人民行动党

成员分成两类：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只有经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中的干部才可以反过来投票

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正如教皇任命

的红衣主教才可以选出另一个教皇。这样就形

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并且因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控制着党的核心，人民行动党从此就不会再

被他人虏获”(Lee 1998: 287)。

   潜在的干部党员通常由一位议员提名，随

后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专家小组的面试和筛

选，这个专家组由四名或五名部长和议员组成

(Mauzy and Milne 2002）。每年大约有 100 例

干部推荐。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的确切数量仍

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人民行动党在这个问题上

保持沉默。然而，在 1998 年，第二助理秘书长

和内政部长黄根成透露，干部党员的数量已经

达到了 1000 名，7 普通党员大约接近 15000 名 

(Mauzy and Milne 2002)。

   根据相关研究，“李光耀不想要建立一个

群众性政党，也不想迎合民粹主义要求，他想

避免亚洲的‘关系’问题，避免让个人从政

治联系中寻求经济利益”（Mauzy and Milne 

2002：41)。同样，潜在的人民行动党成员在成

为正式党员前，都应该在基层活动或公民活动

中表现积极。普通成员与干部成员的主要区别

在于，干部党员有资格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一般来说，人民行动党党员不领取任何薪酬，

但作为在国家辅助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公民

咨询委员会）中的基层领导，他们可能享有一

定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优先分配到公共住房、

他们的孩子获准进入中意的学校，以及得到公

共住房停车场的免费停车权。

议会候选人的选择

   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为议

会选举选择候选人。人民行动党放大了这一任

务的重要性，它把党的生存与国家领导的更新

和交替相提并论。在新加坡，绝对强调平稳的

政治过渡，强调向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个人过

渡，以维护国际商业界和选民团体所看重的社

会经济稳定性和连续性。鉴于国家人才库偏小、

能干者普遍不喜欢参与政治，领导层的更新过

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人民行动党开始它的更新过程是在 1968 年

大选时，它派出了博士学位获得者、律师、内

科医生和高层管理者作为大选的候选人。李光

耀写道，他很快就发现单有聪明的头脑不一定

就能成为好的政治领导人，于是就把寻找有足

够能力和勇气、有道德品质的个人作为一项工

作来做，“这项工作在随后的每次选举中变得

越来越紧迫，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同事们在明

显放缓工作速度”（Lee 2000: 737）。这个更

新过程是一个进取式的主动更新，大约有 20 名

新的候选人在每次大选中被介绍进来，竞选大

约 85 个可争取的议会席位。

   人民行动党的遴选过程有两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是让可能的议会候选人进入实际初选

名单。在这一环节，人民行动党的新成员几乎

完全从党外招募，那些在私人和公共部门取得

成功的人士尤其获得青睐。一旦被选拔出来参

选，这些人才会占据党籍，与此对照，政党中

那些有基层经验的党务人员事实上不可能被选

拔出来去争取更高的职位。内阁部长们积极寻

找年龄在三四十岁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在学术

界、银行、法律、医药、军队、工会组织等等

的高层寻找。这些人要么被人民行动党寻找到，

要么由他们的上级推荐，会受邀参加“茶话会”，

在茶话会上，他们随同其他潜在的候选人与部

长们相互交流。入围的候选人会被邀请回来再

与更多的部长们进行讨论，这样的见面有时多

达五轮，到最后还会与总理会面。8

   第二部分涉及对领导职位候选人作出性格

和心理的评估。所有入围的议会候选人很可能

在最好的大学接受过教育，取得了耀眼的学术

成果，显示了行业中的专业能力，但在李光耀

看来，政治领导的要求更高：“根据一个人的

学业成绩和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可以相当

精确地评估他的能力，可是人的性格不那么容

易判断。在取得一些成功但更多的失败后，我

得出结论，更重要的是评估一个人的性格，但

这更加困难”（Lee 2000：739）。

   人民行动党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评估其

宇航员中得到启示，它通过心理测试来评估部

长级潜在候选人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另一种

测试模式适用于更广泛的公务员，它来自壳牌

石油公司。壳牌确定一个人“目前估计的潜能”，

靠的是观察他或她的分析能力、想象力和真实

感，以此来决定他们的“直升机能力”。所谓

“直升机能力”，指的是一个人既能看到大局，

但又能聚焦于关键的细节。

四、党内冲突、纷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的
解决

关于领导层新陈代谢节奏的内部争论

   人民行动党以咄咄逼人的速度更新它的议

员和部长，这引起了两种主要的阻力。首先是

8 Seth Mydans, “In Singapore, the party in power offers new faces”, New York Times, 18 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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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阻力，来自资深议员和部长，他们感到还

没做好退出政治舞台的准备。李光耀写道，当

他在 1970 年代末加快领导层新老交替的步伐

时，杜进才（人民行动党的创始成员之一）成

了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杜进才不仅不同意

李光耀的党内新陈代谢速度，而且也不同意人

民行动党新的招募流程。他认为人民行动党年

轻的继任者不应该被物色或空降到政府高层，

相反，这些继任者应在党内作为积极分子和发

动者而得到提升。杜进才是最资深的党内批评

家，并且得到了其他大臣和议会秘书的支持，

包括李炯才、邝摄治、陈致燊和曹煜英等人。

这个派系与李光耀总理以及吴庆瑞、拉贾拉特

南、林金山、韩瑞生等意见不一。李光耀感到

了一种分裂趋势，这有可能导致党内的权力斗

争，于是他在 1981 年把杜进才从内阁中开除出

去，杜进才依然是人民行动党的普通后排议员，

偶尔他会批评政府的政策和法规，但他的反对

已成不了气候（Lee 2000）。

   这一事件加上许多其他事件表明，长久以

来，李光耀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权力宝座。换言之，

内部纷争不是通过民主途径加以解决，而是循

由单个个人的权力来加以解决。它同时也证明，

内部批评者，不管其地位如何，一旦被感觉会

威胁到党或政府的凝聚力时，会怎样被毅然决

然地抛弃。令人感兴趣的是，主要的参与者，

在他们之中有吴庆瑞、拉贾拉特南、林金山、

韩瑞生，都支持李光耀关于政党新老交替的理

9 “Gan Kim Yong spearheads search for new PAP candidates,” Asiaone, 29 November 2011, http://news.asiaone.

com/News/AsiaOne+News/Singapore/Story/A1Story20111129-313370.html (accessed 12 August 2013).

10 同上。

念，即使他们的职业生涯处在危险中也还是如

此。这给人以启示，即那些最接近权力中心的

人通常在关键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立场。

    第二类阻力来自选民。人民行动党在 2011

年大选中相对表现欠佳，它仅获得61%的选票，

属独立以来的最低份额，这部分归咎于政党推

出的新人。有人解释说，因为普通新加坡人

不熟悉人民行动党新的候选人，因而无法与之

心心相印。在遭受这次教训后，人民行动党在

2011 年大选后 5 个月就宣布，它已经开始在为

下次大选寻找候选人，这样就可以尽早把这些

候选人介绍给公众。根据媒体报导，“这一次，

人民行动党议员说，新候选人预计早在 2012 年

中期就能当场到位并摸到选举的门道，为下次定

于 2016年的选举做好准备。”9  值得注意的是，

新候选人的及早推出实际上回应了杜进才原先

表达的担忧。根据同一份报告，“李总理补充道，

人民行动党的目的在于避免‘空降兵’在最后

一刻进入选举，这的确是有鉴于党史上曾有新

候选人突然在大选前出现在支部面前。”10 虽然

如此，一个意想不到的补选在2013年 1月进行，

这迫使人民行动党把一个相对不知名的结直肠

外科医生推出作为它的候选人，结果，他令人

信服地落败了，一个来自工人党的、大家更熟

悉的候选人打败了他。

   吴作栋和李显龙分别于 1990 年和 2004 年

接掌新加坡总理后，人民行动党的冲突管理风

格发生了演变。相对于李光耀的专断，吴作栋
11 1994 年，当地小说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为《海峡时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民行动党与人民：巨大鸿沟”。

在此文章中，她指出公众对执政党缺乏向心力和热情心，并把人民行动党描述为身处孤立状态、缺乏感情联系。吴作栋总

理指责这篇文章，并反驳称，如果林宝音想要发表政见，那就应该从政。

12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revention Index,” 2012, http://cpi.transparency.org/cpi2012/

results/ (accessed 20 August 2013). 

13 这些行业被选中是因为他们高收入者的管理和领导才能也是部长们应该具备的。

被吹捧为对达成党内共识更感兴趣。不过，吴

作栋还是展示了对批评者的不宽容，这些批评

者被认为已偏离了他们所擅长的领域。11 

五、反腐措施
   虽然没有国家会完全没有腐败，但新加坡

一直位列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在“透

明国际”2012 年报告所列的国家腐败感受度指

数中，新加坡位列第 5，仅次于丹麦、芬兰、

新西兰和瑞典。12  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英

国殖民时代，腐败对新加坡来说也曾是一个重

大挑战，尤其在警察队伍、海关人员和地方政

客中。

      1959 年当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它很快简化

了官僚办事程序、减少繁文缛节，借此遏制低

层官员的贪污和受贿。作为一个象征姿态，人

民行动党成员穿上白色的衬衣和裤子，以象征

其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纯洁和正直。也许最重

要的人民行动党措施是加强现行法律的约束，

给予反腐机构更多的调查权。《防止腐败法》

(PCA) 于 1960 年出台，引入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它扩大了“礼品”的定义范围，使之包括任何

有价值的东西，不仅仅指金钱。这使得法律在

处理各种不同的贿赂时能够更加灵活。反腐官

员被赋予更大权力来逮捕个人、搜查住宅、调

查嫌疑人及其密切相关者的银行账户和银行存

折。同时，不再需要由国家去证明，受贿者是

否有权给他人好处。被指控者凡过着超出其收

入水平的日子，或者无法解释其财产来源，都

被认为是贪污腐败的嫌疑犯，应该由当事人出

来自证清白。

   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实施了几项长期措施。首

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调查并起诉腐败。

这样做的政治意愿不仅是高层领导中的共识，

而且也是不同国家机构首长间的共识，这是其

他立法和执法措施得以推出的一个前提。第二

项措施是加强反腐机构建设。人民行动党向贪

污调查局 (CPIB) 拨付慷慨的资源，以帮助它

履行使命，该贪污调查局由当时的殖民政府于

1952年设立。第三项长期措施是，从1972年起，

定期修订和增加公务员的工资。1994 年，政府

出台了一份有争议的白皮书，即《高薪养廉高

薪纳才》，将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固定在五类

专业领域前四位平均收入三分之二的位置，这

五大专业领域是工程、银行、法律、财会、本

地和外国公司高管。13 第四项长期措施前面已经

指出，就是挑选衣食无忧、事业成功的议会候

选人。新加坡很少有职业政治家，而这些候选

人大多为卓有成就的专业人士，人民行动党把

他们增选进来，部分原因是人民行动党的精英

特点使之喜欢让这类人（而不是人民行动党的

党务工作者）去治理国家，这同时也避免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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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风险，即长期工作的党务工作者可能在党内

建立权力基地，借以谋求更高的职位。

六、结论
   人民行动党的政府一直是一个善于回应的政

府，加上很有才干的公务员和官员，该党已经

适应和抢占了全球化和新资本主义等当今力量

的先机，巩固了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和全球都

市的地位。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政党，将如何

适应全体选民变换的心情和期望，更多的是一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毫无疑问，一般说来，一

个执政的政党会受益于政府的良好表现，但新

加坡的国内政治已经变得太过复杂，无法简单

套用这样一个假设。

   自由移民政策，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昂贵

的住房，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还有感觉执政

党精英们与普通新加坡人相脱节，所有这些都

在慢慢地、无可怀疑地对人民行动党的声望产

生负面影响。较年轻的新加坡人，他们中许多

人对人民行动党不再那么恭敬，倒是更多地挑

剔党的缺点，可能不会分享他们的父辈与人民

行动党创始成员之间的那种关系。确实，人民

行动党过去与年长新加坡人的强烈联系中包含

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对人民行动党有一种不

言而喻的信任，相信执政党把他们的利益放在

心上，故而可以相信执政党将努力改善他们的

生活。人民行动党如今的主要挑战就在于重振

这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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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大党：意识形态、组织和财务

卓雅 • 哈桑 ( Zoya Hasan )

一、 引言
   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及其

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UPA）在 2004 年议会选

举中击败了以人民党（BJP）为首的全国民主联

盟（NDA）再次成为执政党，这一结果出乎所有

人的意料。2009 年国大党再次胜选，取得 1984

年后首次蝉联执政。这几次选举削弱了人民党

（BJP）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

的政治力量，但自相矛盾的是，国大党也显得

更虚弱了。在过去十年落到反对党手中的那些

邦，主要是比哈尔邦、北方邦、西孟加拉邦和

泰米尔纳德邦，国大党并没有取得任何大的收

获。过度依赖尼赫鲁 - 甘地家族王朝政治仍旧

是国大党的一大顽疾。当今印度的特点是，大

家都大张旗鼓地调动和利用形形色色的身份和

林林总总的抱负，政治权力正从中央转向地方，

在这种背景下，过度家族的影响力是不够的。

   本文的出发点是 2004 年的议会选举，通过

此次选举，国大党重新在中央执政（新德里中

央政府），并巩固了其全国影响力。这是印度

历史上令人着迷的时刻，印度突然之间成了一

个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新兴大国，同时却又是

一个贫困、不平等、治理混乱的国家。这一变

化始于 1989 年，当时所有政党（包括国大党在

内）的领导阶层、选民阵营和竞选策略正在历

经巨变。从那时起，国大党不再是印度政治的

中流砥柱，日益需要应对政治和经济的一系列

变化。政治上，人民党和各个地区性政党崛起，

后者的票数和席位翻了一番，而全国性政党的

票数和席位则相应减少。经济上也出现了变化，

这些变化大多是由 90 年代前半段国大党自身的

经济政策所导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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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塑自身，这也使得

该时期特别令人感兴趣。

   以下四个关键要素对考察政党尤其是国大

党来说必不可少：（一）政策中体现的意识形

态和纲领 ;（二）领导力 ;（三）组织 ;（四）

党的财务。本文旨在描绘国大党的组织架构、

党内的政策与战略转型，以及组织和领导变化。

同时，本文也会研究党内的组织结构、变化方向、

应对这些条件变化的治理议程，以及党的内部

动力。

二、国大党的起源和发展
   此处简要地回顾历史背景，可为理解国大

党的政治发展提供某种脉络。现代印度政治史

与国大党这一印度最大、最古老政党的历史紧

密交织在一起。国大党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

的悠久历史，更在于它在印度建国中的重要地

位。国大党在塑造现代印度、建立民主制度方

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全球角度看，国大党是

世界上最重要、最悠久和最具影响的政党之一。

没有任何政党，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以外的发

展中世界，能拥有如此长的执政历史（这一部

分依据 Hasan 2012）。

   这个拥有125年历史的政党成立于1885年，

诞生于印度反对英国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

作为民族运动的先锋队，国大党自然而然成了

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执政党。在过去的66年中，

国大党没有统治新德里中央政府的时间仅有 11

年。在 1989 年以前的所有大选中，除 1977 年

以外，国大党都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或占据

了议会最多的席位。作为后来发展成为政党的

社会运动，国大党事实上囊括了各个派别的政

见，覆盖了印度每一个社会界别。

   在贾瓦哈拉尔 • 尼赫鲁的领导下，国大党

从其在反英殖民主义运动所扮演的角色中获得

了回报。虽然国大党由上层种姓与上流阶层的

领袖所统治，但仍有许多来自不同种姓、不同

社区和不同地区及语言团体的人身居党内高层。

国大党的早期领导权是以一系列具体成就为基

础的：独立的产业增长模式；惠及上层农民的

大规模封建土地占有的有效减少；基础设施的

完善；教育设施和技术人员的增加。它给成千

上万的印度民众带来了诸多切实利好，其途径

是建立各种发展工程，启动和建设国营经济部

门，提供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交通等。

   这套政治制度在 1969 年国大党分裂前一直

运作良好。当年，英迪拉 • 甘地反对保守派，

指责他们立场反动，阻碍诸如银行国有化和废

除王室内库等进步政策的实施。1  结果使得国大

党变得短期激进化并走向中央集权，也使得英 •

甘地获得了内阁和党内的完全控制权。这一变

化导致国大党原本茁壮的根须枯萎了，统治的

制度性也随之降低，变得更加个人化和高度集

权化。英迪拉 • 甘地抛弃了原先权力分散结构

下的党内民主，任命只对她个人效忠的人士担

任邦国会委员会领导人。毋庸置疑，她的威权

1 王室内库是支付给先前土邦王室的一笔钱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他们 1947 年首先要与独立的新印度合作，1949 年则

要完全并入印度，由此他们失去了所有统治权。经过两年的法律斗争，1971 年第 26 条宪法修正案出台，王室内库被废止，

王室的特权和中央政府给予的生活津贴不复存在。

印度国大党：意识形态、组织和财务

主义倾向严重损害了国大党在印度北部地区的

良好信誉，该地区不得不承受“紧急状态”最

过分的坏处，“紧急状态”成了印度政治的分

水岭，因为民众对此的反对打破了国大党的政

治垄断。2  1977 年的大选中断了国大党 30 年

的中央执政，由人民同盟、印度民众党、国大

党（组织派）以及社会主义党组成的政党联盟

人民党取代国大党上台执政。

   致使国大党衰落以及政府机构和管理机构

弱化的责任大多应归于英 • 甘地的个人野心和

王朝政治倾向，因为她着手改组了国大党，以

满足自己的政治利益。然而，若非国大党当时

已经陷入严重的、日益加剧的混乱中，则改组

的必要性以及她是否有能力改组这两件事都将

是不可想象的。简言之，国大党的衰落并非纯

由完全的内部因素所酿成，也不是最高领导人

中央集权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是由政体、经

济和社会中的范式变化所带来的。国大党既创

造着社会变革，自身也为社会变革所塑造。国

大党在变化，印度也在变化。 

   所有这些趋势都表明，印度社会正在酝酿

大变革。平权行动和保留政策加剧着社会政治

变革，创造了人数众多的落后种姓精英阶层。

这些人在当时都受过教育，从事着非传统的职

业，他们构成了一股规模小但呼声大的政治领

导集团的核心力量，并开始改变公共话语。这

一进程在 1990 年达到顶峰，当时曼德尔委员会

提议，进一步扩大保留政策，让“其他落后阶级”

2 在总理英迪拉 • 甘地的要求下，印度总统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依据宪法第 352 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通过法令有效给予了英 • 甘地统治权，搁置了大选和公民自由权。这是印度独立后决策最有争议的时期之一。紧急状态持

续了 21 个月，从 1975 年 6 月 26 日到 1977 年 3 月 21 日。

（OBCs) 也能得到中央政府工作资源和教育资

源的保留，这一路线遭到了高种姓中产阶级的

强烈反对。低种姓阶级当时在质疑国家的治理

方式，更重要的是，在质疑为何自己会被排除

在官僚体系和政治权力之外。这些趋势预示了

一场社会革命，使得从前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

获得了话语权，也使得他们获得了参与政治的

通途。结果是，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从旧有的

精英阶层转移到了奋力争取政治平等和机会均

等的新团体手中。国大党逐渐失去了低种姓、

在册种姓，甚至是穆斯林的支持，这些人本来

都是国大党最忠诚的支持者，如今却在好几个

邦中疏远国大党。在册种姓和穆斯林是国大党

政治力量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他们转而效忠不

同的地区性政党，国大党的统治地位就真的发

生了动摇。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之前，宗教的政治影

响比较有限，宗教社群政党获得的席位很少。

旁遮普、克什米尔、阿萨姆各邦的民族问题和

分离主义问题为这些趋势提供了空间。国大党

最大的败笔在于错误处理了日益上升的印度教

势力，人民党和民族卫队携手成了这股力量的

主力军。国大党为了重振自身不断走低的支持

率，也开始走族群路线，并与宗教政治眉目传情，

最终却成了这些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在处理党

外形成的有组织宗教的政治事务时，他们犯下

了战略失误。最严重的是，这为人民党的崛起

创造了有利条件，后者于 1998 年组建了一届中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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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结束了先前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孤立处

境。随着中央出现了这一明显右翼的另类选择，

也随着各邦出现了地区性政党，国大党感到占

据并阐述中间立场变得困难了，因为政治竞争

日益沿着宗教和种姓分野而展开。这些发展趋

势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削弱着国大党：在直接的

方面，它们挑战了政治体制的世俗和多元基础；

在间接的方面，它们把政治话语从发展问题转

移到了民族认同问题。总的来说，国大党力求

保持总体上的中间路线，但是中间地带已经受

到挤压。从那以后，世俗主义与社群主义依然

是印度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分歧。在

2002 年的古拉吉特骚乱中，有超过 1000 名穆

斯林丧生，该事件是迫使国大党起而对抗人民

党分裂型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三、意识形态和战略
   国大党意识形态的支柱是尼赫鲁在印度独

立斗争及随后几十年出色领导中所留下的领导

思想遗产。国大党借以获得合法性的意识形

态从独立后，一直是世俗民族主义和发展主

义。正是以这些理想为旗帜，国大党才声称要

不论教义和阶级，为整个国家代言 (Anderson 

2012: 145)。印度宪法强调世俗为本、政治民

主、社会正和准联邦制，代表了国大党作为民

族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

   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总体发展框架

使得意识形态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当时的总

体发展框架中，经济体制从国家管控转向以市

场为中心，宗教政治的地位越发重要。1991 年

后，国大党开始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市场搞活，

这项政策的基础早在 80 年代初英迪拉 • 甘地

（1980 至 1984 年）和随后拉吉夫 • 甘地就任

总理期间（1984 至 1991 年）便已奠定。这场

经济转型事实上开始于英迪拉 • 甘地的最后一

个任期（1980 至 1984 年），她由“消除贫困”

（garibi hatao）转向创造一种环境，在其中，

工业部门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拥有先导地位。英

迪拉 • 甘地政府着手改变国大党反资本主义的

传统，转而倡导一种亲商导向。促进增长和提

高生产于是成为1980年之后政策的标志（Kohli 

2009）。

   为了避免冲突和对抗，经济自由化的步伐

谨小慎微。因此，所发生的变化是碎片式的，

这是因为国大党在致力追求经济自由化的过程

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统制模式。国大党

时常寻求延续一种在许多人看来是国大党政治

传统的社会民主传承。的确，国大党的独特之

处在于，虽然其现行政策为全球经济力量所左

右，但与此同时，为了主导国家政局，它对印

度这样一个贫穷国度中的民主和发展的内在冲

动是很敏感的。2004 年后，国大党政府开始打

造一种新型“福利政治”，主要进行了以权利

为基础的立法，比如就业权利法（2005 年）、

教育权利法（2009 年）以及食物权利法（2013

年），此外加大了对社会部门的投入。在阐明

国大党的理念时，财政部长普拉纳布 • 慕克吉

（Pranab Mukherjee）声称，通过立法给予相

当大部分印度人民信息权、就业权和教育权，

国大党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Mukherjee 

2010）。在谈到食物保障立法时，慕克吉说：“我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能像我国一样通过

印度国大党：意识形态、组织和财务

立法给予人民食物保障。”这些法律赋予的权

利虽然有悖于全球公认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

方式，但后者则忽视了政治上和伦理上的不平

等。多亏国家财政富足，联合进步联盟得以开

创后独立时代最大的一次公共开支扩张（CGBA 

2009）。

   国大党建立的全部社会政策表明，群众的

看法对民主政治十分重要。联合进步联盟的经

验显示，政府政策在为那些无法满足基本需求

的民众提供直接利益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空

间的。更大的政治参与让人们更加明显地感受

到不公平，也促使人们尝试着用政治途径加以

纠正。在这样的压力下，一个最强烈的迹象是，

国大党感到需要改变航向，调和广大贫民的社

会利益，以确保得到他们的政治支持。

   数字在选举政治中至关重要，而当下经济

发展势头减弱，导致了政治危机和政策停顿，

于是国大党正全力以赴地向地位日益提高的中

产阶级示好。经济改革使精英阶层和中上阶层

受益，而穷人却在这个进程中利益受损，国大

党必须在经济改革与自己在穷人中获得支持这

二者之间进行调和。这个矛盾来自于印度社会

结构的变化，原先印度社会是精英－民众结构，

如今中间夹了一个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一段

时间以来，国大党不时会思考如何调和这两种

企图，既要能够吸引近来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

又要重视其传统的支持者，即印度贫民阶层。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 • 甘地

一直以来都是两者冲突的避雷针。他的政治同

情私下里可能偏向于一种亲贫民的政纲，然而

他又害怕中产阶级对社会福利政策产生敌意，

由此导致他在公众面前仍持一种不置可否的姿

态。拉胡尔已经承认需要将中产阶级——他们

觉得自身关切并未为政治进程所反映——的政

治抱负纳入考虑范围。

四、组织和领导
   国大党是一个群众性大党，也就是说，它

力求吸引广大人民作为其立党之基。国大党没

有干部，凡是愿意加入的人都可以吸收进来。

从形式上说，圣雄甘地 1918 至 1920 年重组国

大党后发展起来的组织架构至今仍被保留。独

立之前，国大党的组织机构向下延伸到了村一

级。每个地区设有一个委员会，向邦委员会负责。

全印度的邦委员会是基于地区语言来划分的。

邦委员会向由大约 350 人组成的全印度国大党

委员会（AICC）负责。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CWC）

负责政策制订和日常管理。

   独立之后，邦委员会（PCC）成为了各邦

的权力核心。国大党的地区单位与各地区的行

政边界相符。每个邦委员会都拥有一个 10 －

15 名由关键成员组成的工作委员会，邦主席

是邦一级的领袖。邦委员会负责管理地方和邦

一级的政治活动，协助进行议会竞选活动。全

印度国大党委员会由各邦委员会选派的代表构

成，代表们选举各委员会，包括工作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由党内高级官员和主管人员组成，

负责重大行政和政治决定。工作委员会和党主

席处于国大党全国组织机构的最高层，负责国

大党国家层面的日常运作，做出一切重大决策

（Kochanek 1968: 189）。掌控党主席一职对

掌控工作委员会、国大党议会局（CPB）以及中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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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选举委员会至关重要。

   国大党在其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拥有强有

力的邦一级单位和有奉献精神的工作人员，因

此得以有效影响下层，至少达到了次区一级，

有时甚至深入区以下的层级（taluka，又名

tehsil）。然而，随着 1979 年以后政党机器开

始解体，这种影响力被严重削弱了。直到 70 年

代前期，国大党仍保持着定期选举，即使有时

是幕后操纵的。但是，在英迪拉 • 甘地对当时

国大党组织领袖感到失望后，就再也不举行选

举了。拉吉夫 • 甘地在就任总理之初曾承诺过

要进行选举，但在其国大党主席任期内从没有

兑现。从那以后，选举被一个又一个借口一再

拖延。1998 年，索尼娅 • 甘地加入了国大党，

旋即被选举为党主席，至今一直在任。2010 年

9 月，她第四次当选国大党主席，选举中无竞

选对手。

   对于国大党如何进行党务管理，如何处理

党内不同意见和利益冲突，我们没有可靠信息。

况且，对于党务管理和内部纷争问题本就没有

客观的答案，因为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规则和规

定。然而，清楚的是，尽管领导层几经更换、

各级人事几经调整，国大党在运作时仍保持一

套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结构。决策权依然专属

以国大党主席为首的“最高指挥部”，而党主

席一职大多数时候多为尼赫鲁－甘地家族成员

所占据。

   印度的大多数政党都由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族控制，但绝没有任何一个比尼赫鲁－甘地家

族更有名望。如今，最高领导权仍在该家族手中，

尼赫鲁、英迪拉 • 甘地、拉吉夫 • 甘地、索尼

娅 • 甘地都曾经或依然统领着国大党。作为一

个政党，国大党一成不变的是，他们的掌舵人

从没有一人来自尼赫鲁－甘地家族之外，因为

人们相信，只有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成员能够

将不同种姓、不同信条、不同阶层的人的选票

都一网打尽（Frankel 1990）。对该家族的过

度依赖尽管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却并没

有减轻国大党的这种依赖 (Hasan 2012)。随着

2013 年 1 月索尼娅 • 甘地的儿子拉胡尔 • 甘地

晋升为国大党副主席，这种依赖被再次得到印

证，须知，一年前在他领导下，国大党在印度

北部北方邦立法议会选举中表现得异常糟糕。

   国大党内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安排和这种

对“自然秩序”的慨然接受，无疑是其局限性

的一种表现。尼赫鲁－甘地家族王朝政治已经

成为国大党的组织原则，成了意识形态的替代

品。他们的公断人身份成就了其卓越功绩，也

维持了国大党的团结，毕竟国大党往往易于陷

入党派纷争和纪律涣散状态 (Nayar 2005)。尼

赫鲁 - 甘地家族之所以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是

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在裁定党派纷争时能作出公

平和公正的评判。小团体主义和明争暗斗十分

猛烈，这就需要一个中立的公断人维持和平。

可以说，索尼娅 • 甘地出任主席避免了国大党

的分崩离析，由她来作出最终决定，彼此争执

不下的领导人接受她的决定，争端就此可以得

到解决。如果由非尼赫鲁－甘地家族的领袖

掌舵，就不会是这般情形。譬如，纳拉辛哈 •

拉奥（Narasimha Rao）和西塔拉姆 • 凯萨里

（Sitaram Kesri）担任党首期间，每项决定

都要经过激烈交锋，且主要的反对者都是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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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索尼娅 • 甘地时代则正相反，国大党

把冲突管理事宜交给索尼娅 • 甘地，在互相争

斗的派系之间可以通过谈判达成统一（Manor 

2011）。但是，这种方式只在国大党组织完善

的邦才能起效，在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

拉邦等组织已经不起作用的邦则没有效果 ; 在

恶性派系斗争便会持续或索尼娅 • 甘地的法令

得不到贯彻的地方，也行不通。在这些邦，纷

争只能靠当地去解决，而且通常并不参照全印

度国大党委员会的争端解决机制。

   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大党国会议员通过家庭

纽带传承国会席位（比人民党多了一倍），且

他们大多是年轻议员。举个例子：在德国，政

党提名候选人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候选人通

过地方选区和联邦层面的直接无记名投票选出。

同样地，美国也制订了法律，规定党内选举需

要进行无记名投票。

   国大党缺乏党内民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的。即使在当今联合进步联盟执政时期（2004

至 2014 年）国大党重回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即

使遵从了索尼娅 • 甘地不当总理的意愿，情况

还是如此。当然，索尼娅•甘地决定不担任总理，

这多少改变了党和政府之间的等式，这有利于

前者。国大党党内的民主问责制存在制度上和

体制上的障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缺乏可信的

选举和成功的邦领导人培养方式。大多数吸引

人的党内职位都是通过提名而非选举的方式分

配的。同时，国大党也回避举行全印度国大党

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邦委员会的内部选举。

几十年来，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

的成员都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比较结果显示出，增强

党内民主、权力分散和透明度才是主流趋势。

在英国工党、西班牙社会工人党，以及加拿大

进步保守党，都发生了由党内活动分子或普通

党员推动的运动，旨在削弱树大根深的党派精

英们的权力。同样地，党内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提名和领导选择过程变得民主化，变得面向更

大范围的选民（Sridharan 2003）。但在印度

还没有出现这方面的明显趋势。缺乏党内民主

导致的一个后果是，阻碍了政治动员的顺利进

行；另一后果是，降低了政治审议和代议的品

质，最终影响了民主的品质。由于这一原因，

议会之类机构的审议能力和监督职能迅速下降。

印度人民院如今用于辩论和审议的时间还不到

过去的三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党民主需要所有政党更广泛地实施问责

制，提高透明度，开放具体领域让公众监督。

这就要求政党举行定期（不记名）选举，限制

职务承担者的任期，将其财政和其他活动置于

公众的监管之下。在一份提交中央信息委员会

（CIC）的请愿书中，民主改革协会（ADR）认为，

应当将政党视为公共机构，因为它们得到了政

府的大力支持，比如选举期间拥有在全印电视

台和全印广播电台的免费播放时间、政党办公

室享受租金折扣、所得税拥有大额度豁免额等。

中央信息委员会在 2013 年 6 月一次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裁决中，要求政党根据《信息权法》（RTI）

的有关条例提供以下必要信息：政党的资金来

源和支出情况、党员名册和章程。中央信息委

员会的裁决明显震动了政党，这些政党惯于隐

瞒捐赠人的信息，使人无法揭开其大部分收入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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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的真相，其办法是让这些捐赠看起来都是

自愿的、小额的，从而免于曝光。尽管如激进

分子所言，各政党在确保财务透明方面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各政党依然决心团结起来不公布

捐赠人信息。3 缺乏监督已经使政党能够积累大

量解释不明的财富，高达数十亿卢比。至今为

止，政党想要避开各种财务问责，只用宣称其

捐赠大多都在 20000 卢比以下即可。这使得接

受公司资助的主流政党也能跟着逃避监督 (The 

Hindu, 7 September 2013)。

   议员们不分任何党派团结一致地无视中央

信息委员会作出的、使政党接受信息法约束的

决定。这只能说明，政党自身在要受到信息透

明法案约束的时候，甚至会不惜修正这个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立法，以确保自己不至于按该法

必须接受公众监督 (The Hindu, 7 September 

2013)。政府甚至还没有等待通过法律手段去改

变中央信息委员会将政党置于《信息权法》效

力之下的命令，就决定修改《信息权利法》，

从而抵消上述命令的效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原本缔造了《信息

权法》，而现在自己却在瓦解自己创制的这部

法律，原因不过是因为有人在利用这个法律去

揭露欺诈行为（The Hindu, 5 June 2013）。

   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要在夏季议会（2013

年 8 月至 9 月）上修正《信息权法》，以把政

党置于信息透明法案效力范围之外。然而，面

对持续的公众压力，以及公民社会反对修正《信

息权法》的运动，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将《信息

3 其中，全国人民信息权运动（NCPRI）指出了这一点。See »Transparency groups oppose attempts to dilute RTI 

Act«, The Times of India, 1 July 2013.

权法》修正案提交给议会的一个常委会，说是

要去“仔细研究”。政府完全可以不去否定信

息委员会命令的效力，不去照顾政党逃避强制

性的信息公开披露 ; 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想方设法令政党财务更经得起问责，从而减少

腐败。

五、党的财务
   印度的选举完全是私人资助的，这使得非

法选举筹资变得相当普遍。其他国家在选举筹

资方面大多是部分或全部地由公共部门资助，

并拥有透明法规和财务问责制，这与印度形

成了鲜明对比（Gowda and Sridharan 2012: 

239）。在印度，捐助来自公司、个人和实业集

团这三种途径。党费、候选人及其朋友的捐助、

征收的部分议员收入构成了所需资助的一小部

分。但随着选举竞争愈演愈烈，花费愈来愈大，

财政支持和资助显得更重要了。在印度蔓生的

城市和农村选区，进行竞选活动需要花费大量

的人力和财力。政党及其候选人需要大量财力

进行宣传、拉票、咨询，需要花很多钱在差

旅、交通工具和油费上，同时也需要印发竞选

材料到选区的每一个投票人手中（Venkatesan 

1999）。

   的确有法律限制竞选活动的筹资和花费，

但由于很容易绕过这些法律，故而它们收效甚

微。如今，对于超过 20000 卢比的捐助，政

党必须向选举委员会申报。然而不报和少报的

情况很普遍，而且选举委员会没有权限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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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去核实这些信息。提交的申报和实际的花

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给开支划出很低的上线，反而诱发

了钻法律空子或无视法律的现象（Gowda and 

Sridharan 2012: 236）。资助主要来自 20000

卢比以下的捐助人，总捐助额达 117.161 亿

卢比。为了避免曝光，大多数候选人或政党都

是匿名接收低于 20000 卢比的捐助。这意味

着只要低于这个数目，任何捐助人都可能捐出

任何数额的钱（Gowda and Sridharan 2012: 

231）。

   在印度，选举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国大党

的选举花费极度依靠商业团体，它是商业团体

慷慨赠予的最大受益者，可这种赠予基于政党

与商业集团间的交换条件。自从 1991 年印度

经济自由化以来，商业团体的捐赠一直是国大

党的主要资助来源，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非法

渠道（Gowda and Sridharan 2012: 231）。经

济自由化之后，秘密筹资的风气也更加严重。

国大党是最富有的政党，筹集和花费的钱财超

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政党（National Election 

Watch 2013）。国大党的收入从 2004 － 2005

年 的 22.2 亿 卢 比 跃 升 至 2010 － 2011 年 的

30.708 亿 卢 比 (National Election Watch 

and 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s 

2013)， 其 2011 至 2012 年 的 总 资 产 达 到 了

247.145 亿卢比。

   选举筹款制度存在缺陷，支出的公告和披

露方面的要求有限，使政党和政客们不正当地

利用权力为选举开支筹资。那些与公司或个人

利益紧密联系的捐助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定、

政策和立法。既然政党收受了商业团体高额资

助来赢得选举，它们就无可避免地要给予政策

倾斜和优惠。因此，那些占据新闻头版、被揭

露出来的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大多发生在 2004

至 2009 年这个时期，当时，国大党正好在庆

祝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Chandrasekar 

2013）。

   政党筹资及其开支监督的透明度对任何现

行的政党民主制度来说都至关重要。在印度，

政党承认的花费与实际支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缺乏透明度和党内问责制恶化了筹资腐败，也

使政党的花费远远超过选举相关法律规定所允

许的规模。大多数问题应当归咎于完全依赖私

人资助，缺少国家拨款。公开政党的账户，将

之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是保证其财务更具问责

性的第一步。

六、 结语
   自从第二次联合进步联盟于 2009 年上台执

政以来，国大党并未能良好经营。从 2004 至

2008 年，印度历经了令人眩目的年均 8% 的经

济增长。第一次联合进步联盟的执政取得了可

观的总体成就，信息权、就业保障以及对社会

部门更多的分配便是明证。相比之下，在第二

次联合进步联盟执政期间，经济增速迅速放缓，

通货膨胀高企，工业出现滞涨，基础设施建设

遭遇瓶颈，中产阶级领导的公民社会抗议腐败

及执政阶级。经济增长之所以放缓，是因为过

去几年的经济战略已经显示出失去活力的信号。

随着偷偷地放弃了改革战略，国大党工作委员

会八年来首次宣布明确支持增长第一的观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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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改革议程，并坚信后者能给经济发展带

来动力，同时为联合进步联盟的亲贫民项目提

供资金。索尼娅 • 甘地直到 2012 年底都一直支

持总理的经济路线图，这表明新自由主义者已

经使最高领导层相信，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零

售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保险和养老金

的自由化，才是摆脱经济增长趋缓、带来新一

轮繁荣的唯一出路。这种商业驱动的发展模式

恰恰是让不平等趋于恶化的药方。事实上，在

矿业、基础设施和土地等部门，腐败的官商关

系模式已经使这种不平等更加恶化了。

   国大党政治上的恢复和重生开始于 2004

年，这种重回舞台的复兴依靠了其拓展自身经

济和政治包容度的能力。从那以后，国大党一

直热衷于证明其政策既强调增长又强调公平，

能够调和与仲裁包括中产阶级和贫民阶级在内

的不同的利益。这种方法到底能持续多久，能

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大党应对这一飞速变迁的

社会的挑战，还要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重建国

大党的组织，是否能切实代表被边缘化的群体，

是否能在这个力图促进高增长的国家描绘一幅

众人共享的愿景，即使这个国家已被日益严重

的不平等所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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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 • 梅塞尔 ( L. Sandy Maisel )

一、引言
   美国民主党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

它由美国最早一批政治家创立，他们反对“派

系对立的风气”，却通过建立政党来推选立法者，

后者须愿意支持他们有关美国走向的设想。成

立之初，民主党是纲领性的政党；但时至今日，

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参加选举。

   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两党竞争体制

（Maisel and Brewer 2012：Chapter 2）。不错，

两党制的说法是准确的，因为大多数职位只有

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角逐。但事实上，这种制

度是否真的具有竞争性，取决于背景情况：选

举类别和竞选地区。绝大多数职位的选举中，

美国的政治家在单一席位选区参选，适用“多

数决制”。只有总统是通过全国普选，但总统

选举的胜者实际上是那个从 51 个独立的选举中

（50 个州，另加哥伦比亚特区）获得了最多选

举人票的人。除了两个选举以外，其它选举都

采取“胜者全取”的竞选规则。美国的参议员

在各州“多数决制”选举中产生，众议员则由

50 个州划定选区内的“多数决制”胜者推选。

许多州及其辖区内的选区都一边倒地支持民主

党或共和党。虽然两党在全国范围内势均力敌，

但许多州和选区的胜者都能轻松提前推断，相

应的竞选也并不激烈。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一

直在角逐美国的政治权力，而两党之间的异同

也随着其悠久的历史发生了变化。19 世纪末，

区别主要反映出南北战争期间的党派分歧。共

和党在林肯的领导下，通过武力解放了奴隶，

并保全了联邦；民主党则被视为抵制了政府终

结奴隶制度行动的政党。20 世纪初期，支持金

美国民主党：正式规则、背景决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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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的是共和党，民主党支持的是纸币和银本

位。大萧条结束后，民主党被贴上了富兰克林 •

罗斯福的个人标签，罗斯福带领美国渡过了大

萧条，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政府应

积极介入，甘愿作为国民最后依靠的雇主，帮

助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人。而共和党反对新政，

认为政府应减少干预。

      20 世纪后半叶，民主党很多时候都被归为

中左政党，共和党则属中右。民主党倾向于政

府更积极参与经济事务，更多容忍社会问题，

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虽然共和党大同小异，

但它更倾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政策，在社会政策

上更为保守，更热衷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两

党都是“伞状”组织：作为个体，在不同问题

上分别与两党合拍的情况并不稀罕。

   但在近两三个选举周期中，共和党变得更

为教条，更为纲领性。就在民主党维持中左政

党，认可个人偏离党的规范的同时，共和党却

径直向右转，被许多人（包括许多资深共和党

人，他们感到被他们的党抛弃了）视为异类（见

Mann and Ornstein 2012；Edsall 2013）。

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的头两年，共和党踉

跄“右转”的趋势极为明显。在一个又一个议

题上，两党领导人的多次谈判未能成功，因为

掌握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拒绝做出妥协。

   在联邦制中，由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

的选举和管理均互相独立，“政党”是一个复

杂的概念。已故的弗拉迪米尔 • 基就“政党”

的三个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和区分：“选民

党派”，“政府党派”，“政党组织”（Key 

1964）。

   “选民党派”由选民组成，他们一般投票支

持一个特定政党。他们并不是该党正式意义里

的成员。许多人只是认同该政党，除非发生特

殊情况，他们通常会把选票投向该党的候选人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and Stokes 

1960）。由于每个州的内政所涉及的议题往往

不同于主导国家政治的议题，在州长或州议会

等选举中，支持本州某一政党的“选民党派”，

很可能在全国选举中倒戈支持对手政党。无论

如何界定“选民党派”，它依然是一个不固定

的概念。随着政府面对的问题和两党的应对措

施发生变化，政党联盟和忠诚度也会随之改变

（Brewer 2010）。

   “政府党派”由当选官员组成，他们以某一

政党的名义任职。总统是政府内的民主党“领

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内华达州参议员哈里•

里德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利福尼亚州国会

议员南希•佩洛西也是政府内的民主党“领袖”。

然而，“政府党派”最重要的特点是，虽然领

导职位确实存在，但领袖们的权力通常只具有

劝说性质，不是正式的。每一位当选官员都有

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领袖们可以在政策上寻

求立法者的支持，但归根结底，参议员或众议

员决定是否支持政党立场时，衡量的是此举是

否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有利于全国一级政党

候选人的，可能不利于州或地方一级政党候选

人。政府中的政党领袖无法“鞭策”立法者支

持某一立场，他们只有有限的权力来约束不遵

循本党政策路线的立法者。

    如果说“选民党派”是一个不固定的概念，

如果说“政府党派”由数百个掌握独立自主的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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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援基础的个人组成，那么，“政党组织”便

是一个寻求实现某一功能的架构。民主党组织

作为该党的正式架构，正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

“民主党”。该组织具有一个等级式结构、成

文规章和制度构件，权责分明。不过，民主党

组织无法掌控以本党名义竞选的候选人，也无

法控制“选民党派”的行为。

   五十年前，科尼利厄斯 • 科特和伯纳德 •

轩尼诗著书研究了两党全国委员会，名为《没

有 权 力 的 政 治》（Cotter and Hennessey 

1964）。这一论述放在当时是恰当的。但在随

后的半个世纪，随着一位位强势的领袖领导了

一系列独立却又相似的举措（两党互相借鉴成

功经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均扩

大了自身的权力，虽然并非在正式意义上，但

在实践和政治范畴内的确如此。下文将探讨美

国民主党的这一方面的发展。

二、民主党组织和架构
   民主党采取等级式却又分散的结构，在最

基层设有组织，如城市地区的选区和农村地区

的城镇。这些民主党的基层单位都有一个党的

委员会和一名领袖。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地区，

这些职位或者通过自行招募（主要通过自我任

命），或者干脆空缺。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

这些委员会才会发挥作用，即当地必须是一党

主导，且民主党必须是多数党。

    基层委员会“推选”或招募县委员会委员。

县或是一些州的对应职能辖区是一个基层政府

单位，履行州政府交办的职责。美国共有 3000

多个县，每个州所占的数量从 3个（特拉华州）

到 250 多个（德克萨斯州）不等。通常，县级

政党委员会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推行公务员

制度之前，县政府掌控了众多“恩惠”职位，

即向掌权政党的支持者提供工作。虽然“恩惠”

职位多为过去的遗俗，但县级委员会作为一个

政治单位依然保留了下来。

   县委员会自行推选领袖。过去，县级（特

别是市中心）政治领袖一直是一个州最重要（有

时也是最腐败）的政治掮客（见 Royko 1971，

其中有关传奇“大佬”权势的论述；Richard J. 

Daley of Chicago and Ackerman 2005，其中

有关纽约坦慕尼协会的特威德老大的论述）。

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势，但

没人再有过去大佬们手中传说近乎独裁的权力

了。基本上，腐败猖獗的现象留在了过去。

   县委员会及其领袖负责当地政治事务。过

去，他们会选出候选人。但采用直接初选（“选

民党派”选民选择候选人代表本党参选）后，

政党领袖的角色在于招募候选人竞选某个职位，

特别是在相关职位名不见经传的情况下。不过，

他们无法保证招募的候选人会赢得竞选提名或

者竞选。有时，这一角色变成了“反向招募”

其他候选人，可能会建议原候选人竞选其它职

位，这样就能确保内定的候选人得到提名。县

委员会和大佬们一旦无法确保提名成功，他们

便丧失了主要权势，这在各个州不同时期（以

及不同情况下）时有发生（Key 1956；La Raja 

2010，in Maisel and Berry 2010：Chapter 9）。

   相应地，县委员会推选委员组成民主党州

委员会，后者与县委员会类似，在州一级行使

职能。县委员会委员通常是自行招募，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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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相信自己的服务是有价值的。不过，州委

员会委员（特别是作为一个州的多数党）常常

需要竞争上岗。随后，州委员会委员推选主席

及其他官员。这些官员在多数州都全职受聘，

他们管理这样一个专业组织，承担着重要的代

表党内候选人竞选的职能。

   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层级中，“民主党全国

委员会（DNC）”处于顶端。全国委员会由各州

民主党主席和各州最高级别异性官员组成，另

有 200 名委员的名额根据各州人口及近期选举

中民主党表现进行分配，他们或由州委员会，

或由州会议代表、各民主党当选官员代表以及

政党团体（如“学院民主党人”、“民主党海

外部”和民主党州总检察长）推选。此外，最

多还可增补 75 名委员，以确保性别平等，以及

确保对政党联盟重要的工会等团体获得代表。

全国委员会自行推选主席（本人无需担任委员

会委员）、五位副主席及其他官员，他们入职

后都是全国委员会有投票表决权的委员。

   根据民主党附则规定，全国委员会每年必

须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其余时间由执行委员会

负责开展工作。执行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推选，

满足其需求。执行委员会每年必须至少召开四

次会议，其行为应遵守民主党宪章的规定，并

遵循全国委员会及四年一届的民主党全国代表

大会的行动（Charter and Bylaws 2012）。

   民主党《宪章及附则》规定，民主党全国

委员会负责：颁布“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令”；

组织总统竞选活动；填补全国代表大会和选举

之间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职位的空缺；制定和

公布党的政策声明。

   自 1964 年，科特与轩尼诗介绍了民主党

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无实权的政治随从后

(Cotter and Hennessey 1964)，两党全国委

员会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开始着手各自全国政

党组织的制度化工作。现在，两党全国委员会

堪称“财政可靠、制度稳定和竞选影响大”（ 

Herrnson 2010，in Maisel and Berry 2010: 

245）。恒生（Herrnson）所描述的全国委员

会工作主要由全年全职工作的专业人士承担，

他们根据民主党主席的指示且通常以民主党全

国委员会的名义工作。民主党的架构已经适应

了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表现出更民主、更加

以候选人为中心，主要依赖于高技术现代活动

所需的大量资金支出。民主党若没有做出改变

来履行职位候选人竞选所需的职能（Aldrich 

1995），民主党就会像许多人几年前预测的一样，

早已被淘汰了（例如参见 Broder 1972）。

政党组织协助候选人并承担重要的选举职能，

这种制度上的作用在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

（DSCC）和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 (DCCC) 的工

作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这两个委员会对民主

党尤为重要，但独立于程序上的党内层级。这

两个所谓的“国会山委员会”（国会位于华盛

顿的“国会山”），以及相应的共和党委员会

建立的初衷是，在位者需要帮助本党立法者赢

得连任。它们已经逐步发展成两个重要的机构，

筹集了大量资金，不仅资助在任者（必须在选

举中处于险境），也资助挑战对方政党弱势的

在任者的候选人。领导上述委员会的立法者被

视为本党在国会领导层中（即“政府党派”）

最重要的成员。他们力争招募强有力的挑战者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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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候选人，竞选在任者不寻求连任的席位。他

们还会尽力劝阻弱势（或者在大选中不被看好）

候选人放弃挑战其招募的候选人。他们筹集资

金用于支持这些候选人，训练其员工，研究其

对手，总体上为本党获取参众两院席位发挥了

关键作用。

   在美国，民主党发挥的最关键作用在于总

统候选人提名，由四年一届的民主党全国代表

大会执行。事实上，代表大会是民主党的最终

决策机构。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代表大会只发

挥了形式上的作用：批准民主党通过一系列州

一级选举角逐遴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相应地，

总统候选人自行挑选副总统竞选搭档，后者将

毫无争议地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批准。这

样一来，最重要的不是全国代表大会的行为，

而是如何遴选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三、代表遴选规章与党内决策
   如果民主党政治事务以及提名哈里 • 杜鲁门

（1948年）、阿德莱•史蒂文森（1952和1956年）

和约翰 • 肯尼迪（1960 年）竞选总统的民主党

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名细心观察者，想要向来美

国观看 21 世纪的总统提名竞选的人介绍整个过

程，那么，他们关于如何赢得提名的介绍绝对

是毫无用处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

要得益于美国历史上的两段关键时期：民权运

动和越南战争。

      1964 年之前，在大多数黑人聚居的南方，

非洲裔美国人被排斥在整个州的政治事务之外。

南方的民主党主导了该区域的政治，它全数由

白人组成，倾向隔离主义，代表各州的利益，

力争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种族问题的法律。待

到这一情况发生改观，正是民权运动的兴起，

来自南方的亲民权总统林登 • 约翰逊上任，民

权法案和选举权法案分别于 1964 年和 1965 年

通过，以及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领导下成功挑

战了白人对南方民主党的统治。在约翰逊总统

的坚持下，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人于 1964 年在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象征性地获得了席位，并

促成了重要的规章变革。从此，黑人在南方和

北方都成为了民主党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White 1965）。

      1968 年，美国公众在国家的越南政策上产

生了分歧。约翰逊总统在受到党内反越战候选

人的发难后，决定不再寻求连任。那时，许多

州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就已完成了

代表的遴选工作，通常都由民主党领袖决定，

并未征询民众意见。正当一些州举行初选时，

很多州已经选好了多数代表，他们由民主党的

各个领袖严密控制着。在喧闹的全国代表大会

上，约翰逊的副总统休伯特 • 汉弗莱被提名竞

选总统，而之前他并未进入初选，同时反战

候选人也在多个竞选活动中占了上风（White 

1965）。

   这次遴选被多数人视为暗箱操作，缺乏民

主，因此促成了民主党的各个领袖召集了一系

列改革委员会，目的是加强党内民主，提高党

内程序的透明度和实效性，加强对民主党选民

的问责。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采纳了第一届改革

委员会的建议，并在 1972 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召

集令中采用了变更的规章。虽然后续的改革委

员会对这些规章做了些许修改，但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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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在的基本准则依然适用于代表遴选和党内

管理。

   根据《民主党宪章》第二条第四节，这些

基本准则如下：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应兼顾男女平等。

遴选代表的过程中，应：

一、确保民主党选民均完全、及时与平等参与，

并为此制订肯定性行动计划；

二、确保代表团充分反映参与总统提名过程选

民所表达的不同偏好；

三、不得在任意一级采用“团体制 1”规则；

四、不得以无法支付费用或人头税而拒绝选民

参与；

五、允许民主党所有选民，并在该州民主党认

定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也允许并未注册民主

党或并未隶属任何政党的选民诚信善意地参与。

    简而言之，这套程序旨在达到公开、及时、

无歧视并代表参与选举过程的选民的总统竞选

偏好。各州可自由执行上述准则。多数州举行

总统初选，遴选的代表要与初选活动中选民在

总统竞选偏好上保持一致。其它州则召开高调

宣传的公开会议（政党会议），邀请选择与民

主党相联系的选民参加（这种联系在一些州必

须是正式的，在另一些州则更多的是非正式的），

记录与会选民的偏好，并在全州代表大会结束

后，推选反映相应偏好的代表。

   民主党采用这些准则时，并不是没有遇到

争议和矛盾。新规章出台后，第一位被提名为

总统候选人的南达科塔州参议员乔治 • 麦戈文

在大选中大败，理查德 • 尼克松则以破纪录的

选举人票总数获得连任。老派的政治领袖把麦

戈文的溃败归咎于这些夺去他们大量影响力的

新规章，部分学术分析人士也对这些改革持怀

疑态度（Polsby 1983）。

   经过一系列选举，民主党对规章做出了修

改，以便允许所谓的超级代表参与，即党内领

袖和当选官员借职务之便出任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无须宣誓支持某一候选人。此举旨在收集

针对潜在被提名人的一些同行评议，由当前或

将来的同事提供。但随着全国代表大会超级代

表的比例不断增长，那些不太可能获得党内政

治集团支持的候选人便提出了反对意见。批评

的声音在 2008 年达到了顶峰，因为许多超级代

表支持参议员希拉里 • 克林顿，不顾早期初选

和政党会议中选民都支持参议员贝拉克 • 奥巴

马的事实。最终，当年的超级代表大多数都选

择了奥巴马，表达了“选民党派”的意愿，但

大会的、拥有自动地位的与会人数减少了。

四、违反规章和政治腐败
   民主党在各级设立了一系列完备的违规应

对机制。潜在的党内违规现象中，最重要的涉

及各州有关推选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规定。它

们可能会违反民主党全国准则而自行制订规定，

以便帮助某个候选人。

   两个例子足以说明现有的冲突消解准则。

1972 年，改革准则刚刚执行时，许多州的代表

团遭到质疑，因为党内某些领袖试图规避新规

1 《民主党宪章》所指的“团体制”规则曾是部分州的指定投票规则，直到 1972 年前仍获准使用。它规定，针对全国代表

大会上某个州或区的全部代表席位，在该州或区竞选代表时，可采用“多数决制”。也就是说，州或区作为一个团体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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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而因循旧法。强势的库克县民主党委员会主

席、芝加哥市长理查德 • 戴利带领的伊利诺斯

州代表团遭到多名改革派候选人的质疑，后者

认为戴利代表团是秘密且不民主选举的产物，

违反了新规章。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在“胜者

全取”的初选后全数支持参议员麦戈文，但因

选举过程违反禁用“团体制”（旨在杜绝未赢

得“多数决制”选举的人出任代表）的规定而

遭到质疑。资格审查委员会与代表大会受理报

告后作出裁决，认同对伊利诺斯州代表团的质

疑，转而给予改革派代表团席位；同时，驳回

对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的质疑，保留了麦戈文

代表团。虽然其中的法律考量复杂难懂，但政

治现实却非常明确：麦戈文掌握了大多数代表，

他的支持者绝不会损害他的提名，无论适用何

种准则（White 1973）。

      2008 年，佛罗里达和密歇根在大会召集令

允许的首个选举日期前，完成了代表团的选举

工作。按照规定，应处于禁止两州代表团参加

代表大会的处罚。但在奥巴马赢得足够的代表

来确保提名后，民主党与违规的两个州达成了

妥协。又一次，实用主义凌驾于原则之上。民

主党不希望疏远那些对于大选意义重大的州的

选民。一旦采用和接受了基本的准则，违规行

为远不及务实政治重要。这种“无原则”的方

法被所有参与的人接受。

   不过，政党可能卷入政治腐败。今天，政

党在政治事务中大多涉及竞选经费，而相关的

法律非常复杂。一方面，信息公开和媒体披露

起到了监管作用；另一方面，违规的政党可以

通过法院或者联邦选举委员会进行法律补救。

需要重申的是，我认为实用主义是主要因素，

原因有二：首先，由于法律制定和解读时含糊

不清，导致各个政党处事时有大量自由。由相

同人数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组成的联邦选举委员

会软弱无能，极少采取行动；其次，虽然各个

政党为竞选活动投入了大量财力，但与总的竞

选支出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政党帮助协

调其它参与方的支出和捐助，但在几乎所有竞

选活动中，政党自己真实支出的资金比例不到

10%。在风险如此低的情况下，腐败不会是大问

题。

五、结语
   美国的政党不同于其它国家的政党，因为

“政党组织”与“选民党派”或是更重要的“政

府党派”的关系极为松散。在“后改革”时代，

美国的政党虽有具有影响力，但却没有实权。

   民主党的规章及党内架构确保了某些基本

的参与、代表和民主准则在总统候选人提名过

程中得到遵循。除此以外，民主党的重要性和

权力源自于它能够为本党候选人的竞选服务。

为此，民主党会筹集资金，协调候选人的工作

以筹集更多资金，并向候选人提供技术和政治

保障以及专业技能支持。不过，民主党无法保

证其工作一定会带来提名，更不用说赢得选举。

近来，这种情况在美国共和党方面表现得尤为

明显，因为异军突起的茶党候选人打败资深共

和党人，其中还包括在任者。民主党极有可能

受到具有类似号召力的左派运动的影响。

   这样一来，当选官员对本党领袖的感激很

少。他们可以自由投票和自行其是，深知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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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控制其选举命运。在许多国家，这是一个

疲软政党的表现；但在美国，这恰恰是选举过

程的背景所允许的、一个政党的强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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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党治理经验：统一俄罗斯党

鲍里斯 • 马卡连科 ( Boris Makarenko )

一、 引言：统一俄罗斯党的制度和纲
领特点

统一俄罗斯党与其它政党的区别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统一俄罗斯党与其它

国家的政党不同。在民主国家里，政党是对民

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机构，是精英组织和竞争的

机构，也是选举机器。即使是一个在竞争有限

或受限的环境中居支配地位或优势地位的政党，

也行使着同样的功能 (Sartori 1976)。在包括

中国在内的非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里，执政党掌

握着政治决策和控制机制，事实上控制着国家

的行政和立法机构。

   统一俄罗斯党（同苏联解体后实行总统制

的独联体诸国中的一些类似政党一样）有别于

上述两种情况。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机构。

虽然它貌似一个执政党，并在所有大选中取得

压倒性胜利，但事实上它只是行政部门创立的

一个辅助机制，其目的是为了代表和增强行政

部门在选举、立法和公共空间的立场。尽管它

有着复杂的结构、地位、纲领和党内管理机制（即

内部事务管理的自主权），但它不能自行做出

领导人提名的关键决策，也不能独立设计纲领

和政策，而是必须接受来自行政官僚体系中相

关层面的指令。在很多方面，它同全盛时期的

墨西哥制度革命党 (Gelman 2006) 相似，但

自主权不如后者。我们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及

其类似政党自成一个类别：它们不是“执政党” 

(party in power)，而是“执政者的党”(party 

of power)。也就是说，不是政党创立政府制度，

而是政府制度创立了它们 (Makarenko 201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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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普通”政党里，党内管理由一套

决策机制和决议执行程序构成，而统一俄罗斯

党的党内管理是将党外已经作出的决策正式化

并诉诸程序。

党史简介

    统一俄罗斯党是2001年组建的，是一个“由

多个集团组成的集团”。第三次国家杜马选举

中的两大竞选联盟合并后，同两个独立的代表

团体——中间派的“俄罗斯地区”及中左翼的

“人民代表”1 ——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合阵

线；该联合阵线一共拥有236个国家杜马席位，

占总席位的 52%：这是共产党统治结束后亲克

里姆林宫政治力量第一次在联邦立法部门的下

院取得多数席位。此前，俄罗斯是 29 个后共

产主义国家中唯一一个负责实施国家转型的执

政党不是议会多数党的国家 (Makarenko 2010: 

351–353)。

   统一俄罗斯党的诞生标志着政治和官僚精英

在叶利钦继承人问题上的分裂的结束。以克里姆

林宫力量为基础，并与普京相联系，“团结”集

团战胜了俄罗斯经济发达地区持不同政见的精英

组成的联盟——“祖国-全俄罗斯”。三个月后，

普京当选总统。一年后，精英们达成和解，两大集

团的各个派别——如上所述——合并为一个政党。

   此后数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增长。其间，在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官僚的主

导下，一个大规模的再分配联盟得以形成。执

政联盟掌握了高额油气收入，并将一部分财富

以福利给付的形式再分配给民众。在此种情况

下，各个精英和利益集团都想跻身于再分配机

制之中，而不是试图建立反对党来挑战该机制、

与其竞争。这就大大增强了统一俄罗斯党作为

有组织的精英协调者的地位。

   统一俄罗斯党迅速发展壮大，吸收了俄罗

斯多数州长（他们要么正式入党，要么从共产

党或农民党转投过来）；大企业和其它利益集

团如果想支持其它政党，须三思而行。2 这就形

成了一个在坚实群众基础伪装下的庇护主义的、

新组合主义的、自上而下的组织。

   这样一个“执政者的党”的构成反映了后

共产主义转型期精英们的重组。它协调了“试

图适应改革的前苏联统治阶层、新兴企业界和

新俄罗斯官僚、以及各类试图在党内生活中取

得优势的团体”的利益诉求，并遏制了它们之

间的冲突 (Turovsky 2006: 150–154)。

    统一俄罗斯党的其它里程碑事件如下：

– 在 2003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3 统一俄罗斯党

在（2004 年的）下届杜马中，“俄罗斯地区”和“人民代表”的几乎所有再次当选的议员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的派系，

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

2003 年后尤其如此：霍多尔科夫斯基在 2003 年选战正酣时被捕。他名下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向几个反对党——从自由主

义的俄罗斯统一民主党一直到共产党——提供了资金支持。虽然对他的正式指控没有提及他的政治活动，但是对工商业

界的“教训”是再显然不过的。

1993 至 2003 年间，联邦杜马的 225 个席位来自政党列表，另外 225 个席位来自实行简单多数选举的选区；不过，有别

于德国的体制，这两种选举互不相关。2007 年和 2011 年选举全部采用比例选举制。目前，议会正在审议一个改革法案，

它旨在恢复原来的混合选举制。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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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获全胜，赢得政党排名表 38% 的选票，100

名直接候选人（此外还有若干独立候选人）胜出，

挟 68% 的多数优势完全控制了下院。

– 2003 年，根据新生效的联邦法律，所有地

区议会都推行了混合式或完全的比例选举制；

到 2008 年，统一俄罗斯党在几乎所有地区立法

机构选举中都获得了多数席位。

– 2005 年，州长普选被废除，州长改由总统

任命、地区立法机构简单多数票批准。虽然这

种批准只是走形式，4 但它让统一俄罗斯党在地

区政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2009 年，州长选

举法进行了修订，赋予地区立法机构内的多数

党——实际上就是统一俄罗斯党——提名三位

候选人的特权，总统从这三位候选人中选出一

位正式提名。5  有证据表明，候选人名单是由联

邦行政部门交给党内的，这进一步强化了党的

正式作用。

– 在 2007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普京总统本人

的名字被列在统一俄罗斯党的政党排名表首

位，6 统一俄罗斯党因此获得了创纪录的 64% 的

选票和 70% 的杜马席位。2008 年 4 月，即将卸

任的普京总统当选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他未入

党）。党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了巅峰：它在联邦

和地区立法机构中均掌控了绝对多数席位（在

很多情况下占据了三分之二席位），多数州长

是正式党员，大受民众欢迎的普京总理兼任党

主席 (Makarenko 2009; 2011)。

4 即便是反对党候选人也会在许多情况下把票投给被提名的州长，因为他们害怕不同政见会牵制自己同行政部门合作的能力。

5 2012 年，州长选举制恢复。但在本论文撰写时，83 名州长中只有五名经选举产生，而这五名州长均来自统一俄罗斯党。

6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意在尽可能拉高即将卸任总统职位的普京的“支持率”。

7 信息来自“人民阵线”网站的示意图， http://www.narodfronr.ru。网站未提供这些议员的名录。

– 2011 年杜马选举在后经济危机时期的不景

气影响下，再分配政治被削弱，社会乐观情绪

受到压抑。普京（尤其在 2011 年 9 月的统一俄

罗斯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参加 2012 年总统竞选

的傲慢姿态度进一步激发了反政府情绪。在此

后的竞选活动中，普京发起了“全俄罗斯人民

阵线”，作为一个更广泛的非正式联合阵线，

并向统一俄罗斯党政党排名表提名其候选人，

受瞩目程度盖过了统一俄罗斯党。事实上，统

一俄罗斯党党团的238名成员中有87位是由“全

俄罗斯人民阵线”提名的。7  虽然失去了 15% 的

普选选票（大城市的选票流失尤其严重）和 77

个议席，统一俄罗斯党仍是杜马多数党。然而，

党的威望受到损害。它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普京

在 2012 年竞选过程中甚至没有提到它（而是依

赖“全俄罗斯人民阵线”），还在 2012 年 5 月

卸任党主席职务，由新总理梅德韦杰夫接任。

纲领和意识形态导向

   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几乎从来都不会有清晰

独特的意识形态 ( 相关讨论参见 Makarenko 

2011: 45–46)。为了获得绝大多数票，它们声

称维护整个民族的利益、为公益服务，强调民

族团结高于各种局部利益。

   统一俄罗斯党将自己定位为“表达和倡导

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政党（《统一俄罗

斯党纲领（2001 年）》）。它以完全的组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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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表示，自己“不但要领导，还要超越狭隘

利益，不仅要致力于为支持者服务，还要为反

对者服务”，“绝不将俄罗斯交到那些想毁灭

它……用虚空不现实的允诺欺骗人民的人手中

（《统一俄罗斯党竞选政纲（2011 年）》）。同

许多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一样，统一俄罗斯党把

自己的意识形态身份建立在过往成就和 / 或魅

力型领导之上，强调普京的作用以及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他领导下取得的进步，毕竟在上世

纪 90 年代，俄罗斯“深陷衰败和系统危机，其

带来的破坏等同于内战后果”（《统一俄罗斯

党竞选政纲（2011 年）》）。

   党内精英喜欢将统一俄罗斯党定性为“保

守”政党。第十届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2009

年）发起了针对“保守主义”的党内讨论，并

通过了党的中心口号：“继往开来，发扬光大”（to 

preserve and multiply）。党内三大俱乐部（下

文述及）均带有保守主义色彩。从 2011 年开始，

统一俄罗斯党强调其信守保守价值（家庭、宗

教等），这也符合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

倾向。然而，“俄罗斯版”保守主义尚待发展，

理论较为肤浅，事实上还同一些传统的保守主

义价值观（小政府、自由企业、尊重财产权）

相悖。

   普京在 2007 年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政党列

表——他排在列表首位——竞选时承认，该党

“直到今天还没有绝大多数党员都愿意为之奋

斗的、长期不变的意识形态或原则”。8

   统一俄罗斯党在社会、经济议题上的立场

反映了内阁的议程，9 而不是反过来 (Makarenko 

2009: 56)。2008 年，时任国家杜马主席兼统

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的格雷兹洛夫指出，

统一俄罗斯党肩负两大职能角色：“为（内阁的）

《2020 战略》制定建议书……并促进与已制定

的优先发展议题相关的项目的实施”，这等于

承认，党在行政部门政策议程制定上的从属角

色 (Gryzlov 2008)。

   因此，统一俄罗斯党的纲领性文件融合了

市场化改革、中右的经济政策和高度再分配的

社会政策（重点通常为后者）。油气出口的高

收益是俄罗斯实施该不同寻常的政策组合的后

盾。此前十年，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纲领相当

具体，包含许多目标指标（如 2007 年的竞选政

纲）。相比之下，2011 年和 2012 年的纲领表述

含糊，少有具体数字（2011 年和 2012 年的竞

选政纲）。

   统一俄罗斯党的纲领性文件往往强调社会

家长制和国家主义，以至于有时甚至同行政部

门的社会经济政策相矛盾。在实践中，国家杜

马的多数党总是在（政治性和概念性）一读时

通过总统或内阁的立法动议（非概念性的修订

可在二读时提出）。

   在俄罗斯经济增长期间，甚至在俄罗斯短

暂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2009-2010 年）的

时期，民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行政部门奉行的政

策和统一俄罗斯党的家长式民粹主义之间的争

8 参见：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11/13/1829_type63376type63381_151056.shtml。

9 俄罗斯政府内阁事实上受总统辖制：国家杜马仅仅批准总统提名的总理，对行政任职和规划几乎没有影响力。有些内阁

部长是统一俄罗斯党党员，但党籍对他们的表现毫无影响。

政党治理经验：统一俄罗斯党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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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然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不景气破坏了社

会乐观情绪。自 2011 年以来，对政府政策的消

极态度和批评蔓延开来，统一俄罗斯党成了开

火对象，而总统支持率仅有些许下滑。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统一俄罗斯党就像小说《化身博

士》里杰柯尔博士的邪恶化身“海德先生”一

样，成了俄罗斯政府的邪恶化身。2013 年 4 月，

51% 的俄罗斯受访民众赞同将统一俄罗斯党定

义为“恶棍与小偷之党”10（比例达到自反对派

博主纳瓦尔内于 2010 年杜撰出该词汇以来的最

高值）。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结构
   统一俄罗斯党既拥有两百万党员的群众基

础，又极度倚重精英。该党在全国的“垂直结构”

依照民主商议制定的详尽程序来治理，党中央

机构对组织下层进行支配和控制。

   这些特点并非统一俄罗斯党独有：俄罗斯

所有政党的章程和管理实践里都包含中央机构

对地区机构和地方机构的强势制约。这种“中

央控制”的倾向可用下述两个原因来解释。首先，

俄罗斯政治阶级普遍将政党视为代表国家利益、

超越地域（含种族、宗教等）野心的联邦层面

的机构，因此党的中央领导层应当具备管理下

级层面冲突或路线偏离的杠杆。第二，政党在

社会上的根基薄弱，其全国范围的成功严重依

赖于党的全国性领导人所拥有的资源（受民众

欢迎程度、捐助人和全国性媒体、特别是电视

的支持）。统一俄罗斯党跟其它政党的差别并不

在于自上而下控制的力度，而在于党内精英人

物的政治号召力。党中央的支配力有助于管理

好地区党组织对州长（往往也是该州统治精英

的事实“头目”）的忠诚和对联邦领导人的忠

诚之间的潜在冲突。

党籍

   过去五年间，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数量

稳定在两百万略出头（统一俄罗斯党官网最

近更新的数据表明，截止 2008 年 5 月，共有

2.000.020 名 党 员 [Nagornykh 2008]；2010

年 5 月 的 数 据 为 2.030.164 名 [Zakatnova 

2010]；2013 年 5 月网站上仅显示“约两百万

名”）。根据统一俄罗斯党总务委员会秘书谢尔

盖 • 勒夫洛夫的说法，2012 至 2013 年间，该

党吸收了约 8 万名新党员，“没有发生大规模

退党事件”(Nagornykh 2013)。

   在 2008 年 5 月以前，吸收新党员是一项高

度优先的党务。2003 年，最初的党员数量在 40

万左右。2006 年前后（数据不一），党员数量

突破 100 万。2008 年初，党员数量为 180 万。

普京同党的关系正式化吸引来了大批新党员（约

为每月 4 万名 )。然而，就在统一俄罗斯党声

名大噪之时，潮流发生了逆转：党内进行了“清

洗”（波及约 4% 的党员 ），建立了一个新的、

更为复杂的入党程序（6 个月的预备期，由当

地党支部成员进行面试和 / 或由后者推荐）。

   虽然统一俄罗斯党从来没有对这一政策变

动做过官方解释，但这么做相当符合逻辑。建

党初期，统一俄罗斯党需要展示本党相对其它

政党的优势，而巨大的党员数量正可以被认为

10 参见：http://www.levada.ru/29-04-2013/svyshe-poloviny-strany-schitaet-er-partiei-zhulikov-i-vorov。

是显示优势的一条路径。在 2007 年选举时的惊

艳表现且普京担任党的正式领导人之后，以量

取胜的目的已经达到，党的领导层认识到，普

通党员人数的增长失去了必要性。事实上，群

众基础对党内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党员

数增加势必导致党的官僚机构的膨胀。

   在很大程度上——但也不尽然——吸收新

党员是一个正式过程。“清洗”后不久，《祖

国周刊》在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喀山进行的个案

新闻调查，证实了统一俄罗斯党招新过程的正

式性。鞑靼斯坦共和国议会议长穆卡门欣承认，

在统一俄罗斯党发展最快的2002至2004年间，

“各医院或剧院的所有员工集体入党”。被“清

洗”的党员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之所以被开除出党，是因为没有交党费，12 而

大多数人是因为退休或跳槽才没交。这就意味

着，吸收新党员和收集党费都是在工作场所进

行的 (Begimbetova 2008)。图 1 中的党员职

业划分表明，多数党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

他们中有 46% 是行政机构、或教育部门、医疗

保健和“文化”从业人员（在俄罗斯，这些行

业多为国营）；另外 26% 是退休人员和学生。

从图表中看不出在产业界就职的 21% 党员中，

有多少是公共企业员工（服务行业是俄罗斯经济

中的一大雇主，但在图中没有体现）。在所有这

些领域中，“说服”人们入党并记录下他们的党

籍要容易得多。一个显著例外是占比相对较高

（4%）的私营企业家。他们应该是为了“接近”

其它

私营企业家

“文化和艺术”

医疗保健行业

教育

退休人员，学生

公务员

产业界

图 1：统一俄罗斯党党员的职业划分 (2010)11 

11  Zakatnova, op.cit.
12 交党费在当时是强制的；目前的党章则规定在自愿基础上交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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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 http://er.ru/party/today/.
14 本图是作者根据统一俄罗斯党章程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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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层、改善自身社会地位才入党的。除此

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不受官僚压

力和“说服”的私营部门职员有加入执政党的

动机。

    统一俄罗斯党由 83 个地区组织（也即俄罗

斯联邦层面上的所有单位）、2595 个地方组织

和 82.631 个“基层支部”13 组成；覆盖了俄罗

斯联邦的整个疆域。

   “基层支部”是按地域划分的：前苏联党国

不分的前车之鉴导致俄罗斯法律明文规定，任

何政党不得在工作场所成立“党支部”（不过，

根据本文上节所述，至少党员招新可以在工作

场所进行）。若干基层支部形成地方（区或市）

组织。在大城市里，党章规定了中级协调机构，

但除此之外，若干地方组织形成地区（联邦州）

组织并向后者汇报。地区组织向中央领导层汇

报（见图 2）。为了更好地协调，几个地区组织

可能联合成一个地区间组织，由一名联邦领导

人（一般是国家杜马的知名成员）统一协调，

但这样的组织没有法定权力。

   统一俄罗斯党有一些侧翼组织，它们多数

创立于 2006 至 2007 年间。“支持者委员会”

图 2：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结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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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同“支持者”(storonniki)协调工作：最初，

“支持者”的身份是为那些支持统一俄罗斯党

但决定不入党或被法律禁止加入任何政党的人

士（军人、执法人员、2005年之前的高级公务员）

创设的。现在，“支持者”身份主要给予处在

预备期的党员。统一俄罗斯党的青年组织被称

为“统一俄罗斯青年近卫军”。15  统一俄罗斯党

还同“退休人员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和“全

俄地方政府理事会”（主席均由统一俄罗斯党

领导人担任）合作并对它们施加影响。

三、党内民主和决策流程
    如上所述，党的重要决策是在党外进行的。

根据曾于 2000 至 2013 年间担任党内和总统办公

室高级职务的阿列克谢 • 切斯纳科夫（2013 年 5

月退党）的一份坦白，“党的领导层不允许这种

（实质性的）讨论……无论党员在党内提了什么

建议，答复总是如出一辙：我们先看看总统办公

室怎么说” ( 引自 Tirmaste 2013)。

   调整统一俄罗斯党党内事务的章程极为详

尽（章程共有 22570 个词），既有民主机制，

又有精心设计的中央对下级机构的监察和控制。

党的结构“头重脚轻”：它有“主管机构”（党

的代表大会及总务委员会）和“中央机构”（所

有联邦层面的结构）。最高委员会是中央机构

之一，由“杰出的公众和政治人物组成……含

非党员”（章程第 7.3.2 款）。16 它是历史遗留

产物，用来吸纳那些过去不得加入任何政党的

高级行政官员（如州长）。如今，最高委员会

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的，但它被保留

下来，用作增加 “奖励”给精英联盟成员的、

享有声望的职位和头衔数的一种手段。

    党主席职务是统一俄罗斯党在 2008 年为决

定同其建立正式关系的普京设立的。党主席 (党

章第 7.1 和 7.2 款 ) (a) 是“可选的”，也就

是说，这个职位可以空缺（取决于党的实际领

导人的意愿）；如果空缺，最高委员会主席就是

最高当选官员；(b) 可以由非党员担任；17 (c) 

由公开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候选人唯一； (d) 

不承担法定义务，但拥有广泛特权，包括勒令

党内官员停职、搁置党中央或地域组织（党的

代表大会除外）的决策，直至党内相关合议机

构做出进一步决定为止。因此，这是一种纯组

合主义的制度：领导人超越一切规章制度，事

实上拥有无限权力。

   除此之外，所有层级的党组织的党内程序

均遵照基本的民主原则，如选举产生各级治理

机构、合议机构 10% 成员轮换制、问责制、自

由讨论、竞选产生党组织和议会党团领导人（自

2012 年起）。章程还规定，各级治理机构必须

定期召开会议。由于行政部门对党的实际控制，

所有这些民主程序其实只是为“上头”的决策

提供合法性和约束力，因此运行顺利。对党的

各类纲领或议程的争议从来不会在正式会议或

15 名称并非源自拿破仑的近卫青年军（Jeune Garde），而是源自著名的克拉斯诺顿反纳粹地下青年组织（1942-1943 年）。

后者援引了上世纪 20 年代共青团歌曲《我们是工农青年近卫军》。

16 “章程”后面的数字代表党内章程的对应条款

17 现任主席梅德韦杰夫总理于 2012 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普京从未入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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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代表大会上露头：如上所述，党纲仅反映

行政力量的议程，因而不被视为优先事项。

   至于党的领导人的筛选，特别是候选人的

提名，章程规定了一系列“反叛控制”机制：

– 章程要求，当选立法会议成员的党员必须加

入党团，并同相应层面党的治理机构的决策“保

持行动一致”( 章程第 5.2.8 款 )。

– 如果失去下级组织的职务，入选总务委员会

的下级党组织书记将被停职 (章程第 9.2 款 )。

– 高层机构，特别是总务委员会主席团（常务

机构）可以接受或否决下级组织的有关参与选

举的决定 ( 章程第 10.12.12 款 )，下级组织必

须执行。

– 地方和地区组织对参与竞选的候选人的

筛选和对竞选政纲的制定受党内上级机构的

控制。18 2005 年，在一些强势的地区组织

进行抗议、特别是在莫斯科重量级的市长卢

日科夫出言反对之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

(Veretennikova 2005)：上级机构改为仅仅“批

准” (utverzhdaet) 较为重要的决策，如市

长候选人的提名；至于立法会议的候选人和竞

选政纲，更为“温和”的动词soglasovyvaet （不

反对）取代了“批准”，不过，上级机关仍有

否决权，想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行使 ( 章

程第 10.12 款 )。

   党内民主的一个积极进展是初选机制的引

入。该机制发端于 2007 年，当时只是对党组织

精心挑选出来的候选人鼓掌欢呼通过而已。然

而，在 2011 年联邦杜马选举前夕，初选竞争加

剧，并且被用来对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郑重修

改，以纳入“人民阵线”提名的人选。在大多

数情况下，初选仍然是一个“受控”的程序，

但这种做法在若干地区激发了冲突：在一名地

方成员投诉后，普京取消了沿海州两个镇的初

选结果；伏尔加格勒和伊尔库茨克也爆发了丑

闻。19  2013 年，党为各级组织建议了四种初选

模式供选择，从最为“开放”的、允许任何登

记过的选民参与的模式（在伊凡诺沃和沃洛格

达地区实行）到最为“封闭”的、由党员选出

的选举人对参加党内辩论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表

决的模式（在车臣和其它几个地区实行）。20  初

选机制是被作为一种商议措施引入的，目的是

为了遏制筛选过程中的精英主义和官僚主义特

征。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初选是“受控”的，但

它绝对是一大进步。

四、党内冲突和争议的解决以及意识形
态差异

党内冲突及其解决

   如上所述，统一俄罗斯党内最严重的冲突

是关于参加选举的候选人的提名（无论谁被提

名，均被认为必须在竞选中胜出）。候选人的

筛选受到各级行政部门的严密控制。在多数情

况下，党的一系列机制都能成功地管理好执政

精英之间的竞争。除了个人冲突（如上文提到

18 参见：http://er.ru/news/2012/5/25/partijnye-platformy-podderzhivayut-iniciativy-medvedeva-po-demokratizacii-

edinoj-rossii/。

19 参见：http://www.svobodanews.ru/content/article/24299873.html。

20 参见：http://er.ru/news/2013/4/23/partiya-zadaet-vybornye-stand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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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选）之外，立法机构任职者的筛选通常一

帆风顺：政党列表上的多个席位使得执政精英

内部相互竞争的团体有可能达成妥协。 例如，

2011 年，许多同其所代表地区的州长发生矛盾

的联邦杜马议员被“调动”到了其它地区（换

句话说，在此种情况下，初选选举人必须把选

票投给跟他们所在地区没有联系的候选人，这

更证明了党内民主的虚伪性）。

   多数冲突发生在市长选举中，也即是城

市行政领导的选举中，21 那些由于地域和 / 或

经济多样性而造成精英力量呈碎片化的地区 

(Makarenko 2009: 54) 和那些州长们无力抑

制或有效管理不同精英团体之间冲突的地区尤

甚：

– 2008 年，统一俄罗斯党的几名党员在斯维

尔德洛夫斯克的三个城镇参加市长竞选，同本

党指定的候选人针锋相对，结果被开除出党。

2009 年，类似事件在斯摩棱斯克上演，“异议

者”虽然被开除出党，却获得了选举胜利；获

胜后他们又被恢复了党籍，直到次年因“腐败”

指控而遭到逮捕。不过，市议会中的冲突此后

又持续了一年：即便是统一俄罗斯党总务委员

会出面调解也没用，党团间依然在“内讧”。

此类“反叛”还于 2010 年在图拉市立法机构以

及 2013 年在克拉斯诺雅茨克地区的区议会发

生 ，在后者，有 60 名党员辞职（辞职前致信

党主席），以表示对区首席行政官的不满。22

– 2009 年，摩尔曼斯克州州长尤里 • 伊夫多

基莫夫不顾退党威胁，公开指责统一俄罗斯党

为了让自己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胜过他支持的独

立候选人，不惜“使用卑鄙手段”。伊夫多基

莫夫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决定性一战，但州长

本人“自愿”辞职。

– 最引人注目的冲突于 2010 年在下诺夫哥罗

德爆发。该州新上任的州长（瓦雷里 • 单德谢

夫，从莫斯科“空降”而来）阻止市长瓦迪姆 •

布拉维诺夫再次参加竞选，尽管后者是一名备

受尊敬的政界人士，而且获得了市议会和联邦

总务委员会多数人的支持。州长“说服”了一

些本党的议员，投票反对布拉维诺夫。2011 年

初选期间，单德谢夫派和布拉维诺夫派之间的

类似对峙再次爆发 (Makarkin 2010)。

   这些例子表明，统一俄罗斯党内的冲突：

(a) 几乎总是缘起于争夺权力地位的混战，而

非意识形态或纲领；(b) 由上一级党组织或党

的权威机关来调和，而非由相关党支部来内部

管理； (c) 上一级党组织（往往是联邦党组织）

可以支持州长，也可以换掉州长，主要目的都

是维持行政力量的稳定。这个规律证明，统一

俄罗斯党的本质是一个新组合主义的精英联盟。

意识形态纲领

   统一俄罗斯党是一个广泛的精英联盟，所

以它的党员包含有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偏好（例

如，既有来自私营企业界的，也有来自传统官

僚部门的；既有平民，也有军人）。为了包容这

21 俄罗斯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含市长）不是州长的下属，而是一个独立的公共机关层面。在现实中，州长们倾向于控制和

支配地方政府，尤其是较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因为后者往往是地区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

22 参见：http://lenta.ru/news/2013/03/18/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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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异，统一俄罗斯党寻求多元主义特征和维

护内部凝聚力及纪律之需要之间的平衡。

    2005 年 4 月，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

党团内部形成了“自由保守”和“社会保守”

两大派系或“两翼”。领导层对此做出谨慎反应。

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说：“熊 23 不需要翅

膀”(Veretennikova 2005)。不过，党意识到

应当为党内讨论提供具体制度，随后两大派系

转变为两大党内俱乐部。此后，党内还出现了

第三个俱乐部，名为“爱国者”。

   按照议员安德烈 • 伊萨耶夫——他是党的

“意识形态沙皇”和社会保守俱乐部的主席——

的说法，这些俱乐部规定了“可被容忍的分歧

的框架”，从而赋予党内讨论合法性。这个“共

同公分母”的定义是：“虽然我们有不同意见，

但我们都赞成保守的意识形态”。24  此外，每个

俱乐部还应当联系同自己的意识形态相近的公

众社群，从而扩大党的支持基础。

    在 2008 年前，各俱乐部的活动相当低调；

经济危机爆发后，它们被迫活跃起来，制定了

应对经济危机的计划，还试图就一个反危机计

划达成共识。一方面，这是一种积极体验：党

内讨论第一次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俱乐部成员

有机会学习了协商妥协的技巧。而另一方面，

对党的年度代表大会（2008 年）政纲进行更新

的工作以失败告终，而且，联合对抗危机的计

划——它是如此难以制定——事实上被内阁忽

视了。渐渐地，党内俱乐部有了扩张：它们的

分支机构开始在许多地区组织中成立。2012 年，

党正式提出了基于各俱乐部讨论的政纲。总务

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勒夫洛夫宣布，这些政纲是

党内民主的重要机制，党正在考虑是否要在章

程中赋予其制度地位。25 然而，他的想法迄今仍

未落实。

   制度地位的缺失是制约党内讨论发展的主

要因素。真正投身俱乐部的党员只是极少数（即

便在国家杜马党团中亦是如此）；没有任何约

束性的、甚至是“习惯性”的程序或要求来规

定党或其在国家杜马中的党团应否以及如何考

虑俱乐部的政策立场。党内讨论机制大多不正

式，属于就事论事，对决策没有直接影响。

五、防止和控制腐败的措施
    俄罗斯的政党融资正式规定非常严格详尽，

统一俄罗斯党充分遵照执行，其年度报表接受

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审计。此类报表（2011 年各

类报表摘要见表 1）披露党的收入来源，受到

内部和外部双重审计。对竞选开支也有详尽的

要求。

   然而，至少有三个因素对政党融资的透明

度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大多数企业捐款——

2009 年为总额中的 85%(Shleinov 2010)——

通过地区一级的“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基金会”

间接捐赠，而这些基金会不需要披露收入来源。

不过，这一点不足以让人怀疑内中必有腐败：

理论上，守法企业向“支持基金会”自愿捐款；

23 熊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官方标识。

24 参见：http://www.cscp.ru/clauses/6/397/c/3797/, 30 декабря2008г。

25 参见：http://er.ru/news/2012/4/6/edinaya-rossiya-predstavila-ideologicheskie-platformy-par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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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只是看好同执政精英建立关系 ( 除极少数

例外，参见 Shleinov 2010)，但公开性和透明

度的缺失 26   值得关注。

   第二个负面影响因素是非法竞选融资：所

有政党都有此嫌疑，但几乎无法证实。

   不过，最重要的负面影响因素是“国家与

执政党合一（政党合一）”。正如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观察团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人称它

为“行政资源”。27“政党合一”为执政党提

供了额外的资产和机会，事实上构成了腐败。

然而，党对此视而不见。

六、结语：统一俄罗斯党未来展望
    2013年 6月，“俄罗斯人民阵线”（原名“全

俄罗斯人民阵线”）正式作为一个公民运动成立，

普京担任主席。它声称不是政党，但具有代表

全民的特征，是支持极受民众欢迎的总统的主

要公共机构。

   这一发展状况对统一俄罗斯党来说意义深

远。此前 12 年，俄罗斯总统一直在打造一个

占支配地位的政党，实际上就是力图用以制度

化的政党支持为基础的政权取代高度个人主义

26 统一俄罗斯党官网上指向多数财务报表的链接都打不开。

27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国际大选观察团。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 – 2011 年 12 月 4 日。初步调查结果和结论可参见： 

http://www.osce.org/odihr/85757。

28 参见：http://er.ru/party/today/userdata/files/2012/06/13/edros.pdf。

29 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3%以上选票的政党可以获得政府拨款：2009至 2012年间，每赢得一张选票可获得20卢布（约合0.5

欧元），2013 年后提高到 50 卢布。

表 1：统一俄罗斯党的财务报表 , 2011 年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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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权。政治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政权更稳

定、更灵活，以及能更好地解决权力交接问题 

(Meleshkina 2006)。如今，趋势被扭转了过来： 

统一俄罗斯党的民众支持率几乎完全依靠国家

领导人的声望（以及地方选举中州长和市长们

的受欢迎程度）。党在执政精英中扮演的调解

角色服从于官僚机制。至于权力交接，统一俄

罗斯党似乎只有到了在任总统正式宣布决定前

才得知普京决定提名梅德韦杰夫（2008 年）和

重返总统职位（2012 年），因此对决策毫无影

响力可言。总之，它未能向行政部门提供裨益

和支持，随着人气减退，逐渐成了累赘。总统

为其群众基础另找一张“脸”则顺理成章。“人

民阵线”是一个组合主义色彩更为浓重的机构： 

它的章程对内部管理机制和决策程序只做了含

糊的规定，由此让地区和联邦总部独掌大权。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会

比此前十年更具个人主义色彩。

   这一发展状况并不意味着统一俄罗斯党的

终结。它将继续在政党列表竞选中“代表”行

政权威，填满立法机构，保证为政府的立法动

议提供“核心支持”：在家长制选区里，它的

竞选成绩将会依然出色，能保证多数席位或简

单多数席位。有鉴于此，统一俄罗斯党将保留

其政党结构和管理机制。不过， 在多数主义选

举中，30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许多获得“人民阵

线”非正式支持的亲政府候选人以“独立人士”

的身份参选。几年后，一个具有双层结构的“执

政者的党”将会成形：纪律严明的统一俄罗斯

党代表将会通过政党列表参加竞选， 更加独立

和野心勃勃的代表将会参加直选。这种转型无

可避免，将对政党体制产生多重影响，对“执

政者的党”的影响尤甚。它可能导致统一俄罗

斯党被“人民阵线”吸收（在此情形中，人民

阵线将不得不转型为政党）。另一种可能性是，

这种双层结构会在接下来的一两个竞选周期内

共存。无论哪一种情形成为现实，统一俄罗斯

党都不会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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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治理经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

盖洛 • 诺格鲍尔 ( Gero Neugebauer )

一、简介
   受经济和社会持续变化的影响，政党必须相

应调适其与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关系（Poguntke 

2000: 31）。尤其在多元民主社会，各个相互竞

争的政党必须持续关注选民政治态度的任何变

化，审视自身是否拥有解决当前问题的专业知

识。因此，政党管理层有责任采取措施对政党

进行相应调整。在此期间会出现更多、尤其是

新的任务——例如专业竞选活动、招募新党员、

政治沟通等。此外，还会在党员管理、财政、

沟通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呈现出更高专业水平。

与此同时，政党能否获得政治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其代表的表现和相关公众反应，原因

在于政党政策和代表一直受媒体关注，媒体有

兴趣向民众公布沟通危机和丑闻。此类丑闻有

时会成为法律争议的一部分，进而影响选举行

为（von Alemann 2010: 236ff）。在德国，政

党的公众信任度在各类政治组织中处于最低水

平（Güllner 2013: 37）。若政党屡次被控滥

用职权、存在谋私心态、建立僵硬架构以及存

在腐败行为，此类指控或许不仅会对政党的公

众支持率，还会对政治体制能否获得普遍支持

产生负面影响。毕竟，政党存在于政治体制的

各个领域之中。

二、政党管理的法律规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

《基本法》，Grundgesetz）规定了政党的角色，

将其作为政治意志汇聚的公共过程的组成部分：

“政党应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第

21 条）。 这种参与意味着政党在国家决策过程

中拥有实际垄断地位。与此同时，这种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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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职人员和当选代表的行为提供了多重激

励。

   《基本法》第 21 条规定政党的内部组织

结构须遵守“民主原则”。这意味着政党必须

确保其各个委员会能够经选举产生，而且必须

以民主方式在党内组织决策过程——即要有党

员参与。此外，政党须“公开说明其财产以及

经费之来源与使用情况”。这一实现财政透明

的愿望——它基于德国首个民主政权（1919

至 1932 年）的负面经历、德国《政党法》

（Parteiengesetz）中有关公共融资的规定，

以及财政管理——形成了政党管理的又一单独

领域（Morlok 2009）。

   德国《政党法》规定地区组织是政党组织

的基础（第 7 条），并规定了政党内部组织的

原则。按照要求，各政党均须制定书面章程和

纲领。章程重点包括关于党内生活（组织章程）、

财政议题（财政章程）以及通过仲裁规则解决

争议的规定。各种不同规范还有更多规定，例

如关于候选人提名的选举法规。

三、德国政党体制内的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社民党）是德国历

史最悠久的政党。2013 年 5 月，社民党纪念建

党 150 周年。作为议会政党，该党已拥有 120

多年的悠久历史。社民党最初为工人阶级政党，

如今则是一个专业性的、选民组成的政党，正

在成为一个“专业化媒体传播政党”（Grunden 

2012:107）。在政治上，社民党拥有从事以下

活动的合法地位：参加选举、委派代表参加

各级议会、招募政治精英以及担任市镇、州

（Länder）和国家机构的政治职位。

   社民党将自身视作一个党员性和纲领性政

党。截至 2012 年年底，社民党拥有 477000 名

党员（比 2011 年减少 13000 名），他们是社民

党最重要的资源。党员参与党内决策过程，选

举政党机构，通过投票共同确定政策和人事议

题，是扩大政党政治影响的最重要力量。随着

最近实行的政党改革，社民党授予非党员客座

身份，允许其参与党内决策过程。

   作为一个纲领性政党，社民党必须根据自

身纲领制定政策以及确定政治和社会治理要求。

这就产生了某些问题，例如党内不同立场的支

持者展开的争论，还有不断更新政党纲领的需

要。上述讨论主要在涉及社会公正的指导性核

心价值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涉及自由和

团结等更多价值观——的情况下出现。根据其

纲领，社民党致力于践行民主社会主义原则。

然而，该原则对于社民党的社会民主政策并不

重要。该原则更多的是代表社民党试图在党内

长期保持约定俗成的政治立场，从而能够在必

要情况下让人们回想起该原则。

   践行政党核心价值观的首要条件是参政，

尤其要作为联合政府的主导政党。然而，自

1945 年以来，社民党仅在 1969 至 1982 年以

及 1998 至 2005 年这两个阶段成为主导政党。

2005 至 2009 年期间，社民党与基民盟 / 基社

盟（CDU/CSU）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但它只是

小伙伴。此后，社民党成为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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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及其政
党管理

政党结构

   一般而言，社民党根据德国行政区划建立

其地区结构，但该结构也显现出若干与众不同

的特征。地区组织分联邦州（Landesverbände）、

区（Bezirke） 及 分 区（Unterbezirke） 三

级，其中分区组织是基于少数选区。基本

组 织 单 位 包 括 市 镇 支 部（Kreisverband 或

Stadtbezirksverband）和地方支部（Ortsverein

或 Abteilung）。除极少数例外，党区与当前行

政区划范围并不一致；党区由社民党领导层根

据“政治和经济目的适当性”（组织章程第8条）

确定。根据以上原则，各区委员会规定分区范围，

分区领导则规定地方支部范围。根据社民党传

统，各区始终是党内组织的政治基础。

   地区组织履行联邦州层级和各区传达的政

治任务，因此还承担履行任务过程中产生的行

政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与联邦层级相对应，地

区组织设有执行委员会。此外，地区组织还在

某些政治议题上拥有或向联邦政党组织要求自

治，例如在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然而，地区

组织不可独立开展政党管理工作。不过，这一

中间层级相对重要的角色（基于联邦制架构）

阻止了联邦层级的集权化趋势。

政党管理

   执行委员会（Parteivorstand）以及主席

和秘书长是社民党的核心机构和人员。执行委

员会负责制定社民党的政策，其成员亦代表社

民党各政治派系。实践中，执行委员会就政党

政治、组织及人事做出基本决策，其中部分决

策此后由党代会批准通过。执行委员会协调、

引导社民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日常政治事务。

尽管社民党主席是该党代表，然而可能会出现

正式结构未必符合政治现实的情况。1 

   根据章程第 24 条规定，秘书长负责党的

管理工作。秘书长同时担任政治职务，就党的

政治议题发表意见。秘书长的职责范围涵盖组

织和行政工作，包括向主席、五位副主席、各

委员会和下级机构提供支持，管理社民党总部

（Willy-Brandt-Haus）以及筹备和组织联邦

竞选活动。

中央委员会

   除执行委员会之外，党代会还选举产生监察

委员会和联邦仲裁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受委托负

责审查社民党领导层以及处理党内关于本党党员

的投诉案件。执行委员会、小型党代会及联邦仲

裁委员会成员均不得加入监察委员会。允许地方

支部、分区以及区任命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通

过认定事实以解决冲突。然而，争议本身由仲裁

委员会处理。除地方层级之外，各层级均设仲裁

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不受任何指令约束。

党员组织

   社民党不仅曾经历党员方面的重要社会变

1 2012年和2013年，社民党的代表任务由三人履行：社民党主席西格马尔•加布里尔；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弗兰克-瓦尔特•

施泰因迈尔；以及从 2012 年 9 月起，还有社民党 2013 年联邦大选总理候选人佩尔 • 施泰因布吕克。由于三人在权力结构内

展示了多元化特征，上述状况对社民党的党内沟通以及对公众均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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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还曾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地方支部招募

新党员的工作仍颇为重要。入党工作通常由地

方支部或执行委员会负责实施。其后，各区和

社民党总部的一个专设部门负责党员管理工作。

所有党员均须通过直接借记的方式交纳党费，

党费数额根据收入水平累进。各区负责向若干

党内机构分配党费。社民党总部发布关于党员

数量变化的年度报告。然而，无需成为社民党

正式党员也可参与党内工作。社民党邀请尊重

本党核心价值观的各界人士担任客座成员。客

座成员可参加党员会议，加入党内组织、项目

组或专门工作小组。

专业人员和名誉官员

   社民党按照固定劳动合同规定聘用专职人

员，他们负责履行要求长期开展党的工作的任

务。此项安排适用于从分区到社民党总部的所

有层级。名誉官员——即地方支部和地区组织

委员会主席及当选成员——不因其从事的工作

获得任何物质补偿。分区通常承担名誉官员履

行任务产生的一切费用。

党内民主和决策过程

   《基本法》和《政党法》均要求各政党在关

于人事等议题的任何决策过程中遵守民主原则。

因此，需从地方到联邦层级相应组织党内机构

的管理以及决策过程的程序和架构。然而，关

于党内决策过程的目的和问题存在反对立场。

一些人认为快速决策（灵活性与效率）的利益

与需求以及扩大党员参与之间会产生问题。其

他人则反对党员广泛参与，他们表示已按照民

主原则——即透明和多元程序——选举政治精

英，后者为此拥有参与决策的合法性。然而，

基层民主的支持者仅把由基层党员做出的决策

接受为是具有民主特征的。该立场的一个例子

是要求党员的投票表决应能够改变、拒绝或替

代党内机构的决议且能够任命总理候选人（章

程第 13 条）。

   社民党内的政治现实表明，在成员性政党

的背景下，党员参与受到重视。因此，社民党

也向非党员提供参与形式。然而，党员实际参

与水平总体很低。2 如前所述，领导和非正式机

构在特定领域做出初步决策——例如遴选政治

精英期间——但存在可能限制党员参加党代会

的额外因素。此类因素主要包括各派系之间的

事先磋商、党的周边组织（例如工会）的影响

或党代会的筹划安排。为有效抑制这些因素的

影响，人们可公告各项活动，以施加影响。

党内民主形式

   理想情况下，社民党的党内民主常见形式

包括各类党员和代表会议期间的投票和多数派

决策行动。基于此类决策，执行委员会运用相

同投票制度形成自身决策。然而，事实上，联

邦层级的领导层常常影响下级决策。为制定决

策，各委员会或主席可任命工作组或咨询委员

会以及听取专家意见。就基层参与而言，党员

投票参与形式尤为民主。社民党根据投票对关

政党治理经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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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方、地区及首要议题的大量动议做出决策。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社民党的养老政策、组织改

革草案以及纲领草案（社民党纲领、竞选纲领）。

地方全体党员会议也有权遴选人选参加选举或

竞选联邦州组织中的职位。3 各选区的执行委员

会、党员会议及党代会有权至少提名一人进入

党内预选名单。党员会议期间仍可提议人事方

案。各执行委员会协商期间作出事先决策，并

向党代会呈交候选人名单。代表通常同意该名

单；仅在偶尔情况下改变表中候选人排名顺序。

这并不意味着候选人的竞争对手没有机会——

他们有时也会胜出。

   讨论社民党纲领期间，党员参与并提出一

个动议，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被普遍接受。

2013 年，社民党甚至引入与公众的对话，征求

公众对其竞选纲领的看法。

政党领导遴选过程

   党代会召开期间，通过分别投票就社民党

内的领导职位和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可选择

名单投票制或基于简单多数的一票制。根据章

程，通常情况下——1993 年例外 4 ——任命

一名主席期间，没有设多个候选人之间的预选

过程。这与执行委员会职位或秘书长的选举不

同，对此，党代会间或采用名单投票制或一票

制在多个候补候选人之间做出决定。通常，各

派系、人员以及偶尔附属的组织通过共同安排

为制定所有决策做好充分准备。

   遭遇一次竞选失败的主席将辞职或至少放

弃重新竞选。通常情况下，在任主席宣布辞职

以及计划外免职前会进行党内闭门磋商。在此

期间，潜在继任者为其候选人资格尽力争取过

半票数。若出现计划外免职情况，潜在继任者

为其候选人资格尽力争取支持和过半票数——

有时在党代会上进行（拉方丹 vs. 沙尔平，

1995 年），有时私下进行（施泰因迈尔 vs. 贝

克，2008年）。一旦向媒体泄露秘密候选人身份，

主席声誉将被破坏，而且主席不得不宣布退位，

且不能提名继任者。

   1995 至 2009 年期间的社民党主席历史揭

示了主席就职和辞职的若干途径。5 在此过程中

唯一不变的情况是，社民党主席（至今只是男性）

从未被党代会通过投票方式要求下台。

党内冲突

   社民党党内存在大量冲突，其中包括个人

3 社民党内惯例是，尽管主席有权提名总理候选人，不过他必须在与各委员会协商之后方可提名。通常情况下，主席提名本人。

然而，1998年，时任主席放弃行使此项权利，提名某成功人士参加选举。2013年，主席提名候选人，随后在党代会上得到确认。

4 1993年，主席职位有三位候选人。为降低某候选人当选主席的几率，一些领导官员成功组织了就三位领导人举行党员公投活动。

5 鲁道夫 • 沙尔平 1993 年当选，在 1994 年联邦议院选举中遭遇失败。1995 年，奥斯卡 • 拉方丹取代其出任主席，但于 1999

年辞去所有党内职务。拉方丹的继任者格哈特•施罗德是时任总理（1998年–2005年），2004年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弗朗茨•

明特菲林接任。一年后，由于其提出的秘书长候选人在内部选举中失利，明特菲林辞职。2005年11月至2006年4月，马蒂亚斯•

普拉策克担任主席，后因健康原因辞职。2006 年至 2008 年，库特 • 贝克担任主席，但其权力遭到党内竞争对手严重削弱。继

贝克之后，明特菲林再度出任主席，2009 年社民党选举失利后辞职。继任者西格玛尔 • 加布里尔目前仍然在任，但拒绝担任

2013 年联邦议院选举总理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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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乃至派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这些冲突

掩藏了关于权力和党内职务分配的争吵，且极

少关乎信念分歧。所涉各方通常包括各委员会

成员、党内或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内不同派系

代表 6 以及联邦和区层级组织主席。在内容或

人事决策方面，冲突通过改变得票差、协议或

声明放弃而得到最终或暂时解决。因此，冲突

未必会分裂出小派别。然而，2003 年后，社民

党领导的政府下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2010

议程）严重违背社会民主价值观，导致不同背

景党员纷纷退党。此外，某个竞争性政党于

2005 年成立，社民党某前任主席担任其领袖。

该领袖迅速退出社民党，以此避免进入针对他

的仲裁程序。

   政治冲突通过多数票决定，其他冲突则由

仲裁委员会裁定。仲裁委员会解决关于组织章

程和社民党纲领的争议以及选举异议问题，同

时还负责关于党员或支部的党内诉讼程序。党

内诉讼程序针对任何违反社民党章程、核心原

则或党内秩序的党员。此类行为包括违反“党

内团结规定”——例如通过成立或支持其他政

党——以及严重损害社民党的“不名誉行为”

（组织章程第 35 条）。作为惩罚，相关党员可

能遭到谴责、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或开除党籍。

认为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党员可提起上诉，直

至联邦仲裁委员会做出终裁。若刑事法院裁定

某位党员有罪（例如腐败诉讼案件），该党员可

能必须面临党内诉讼。

6  目前，社民党和议会党团内均存在以下派系：Seeheimer Kreis（泽海姆团体，属右派）、Netzwerker（奈茨维克派，属中间派）

以及 Parlamentarische Linke（议会左派，属左派）。Demokratische Linke（民主左派，DL21）和相对保守的 Nürnberger 

Forum（纽伦堡论坛）仅存在于社民党内。

五、腐败预防和控制措施
   根据德国刑法，腐败行为包括接受不正当

利益（德国刑法典第 331 条）、消极腐败（刑

法典第 332 条）、提供不正当利益（刑法典第

333 条）及贿赂（刑法典第 334 条）。然而，

就目前情况来看，上述违法行为在社民党内并

非问题所在——至少就物质奖励（例如用金钱

换选票）而言确实如此。不过，若运用拉斯韦

尔（H. D. Laswell）和罗高（A. A. Rogow）

的定义，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组织内部

腐败是为了特殊利益而对组织利益的破坏性违

反（Laswell/Rogow 1963: 132ff）。在通过组

建网络来谋求晋升和获取职位时即已出现该等

行为。网络创建向全体所涉人员提供利益的架

构。若某人被承诺获得党外职务，则可怀疑或

许存在腐败行为。为改变此类印象，可引入轮

职方案，把委任限定在特定时期，或者进行新

的选举活动。根据刑法规定，裙带关系——即

在职务工作范围内通过聘用家庭成员以帮助他

们——不被视作腐败行为。

腐败预防措施

   常规反腐措施依据如下：《政党法》关于

政党财务透明的规定，以及适用于所有公共行

政机构的、禁止收受价值超过 15 欧元的奖励和

礼品的规定。此外，社民党还制定了专项条例，

旨在降低党内腐败风险。例如，条例规定不得

通过赠与优惠卡（持卡有权购买打折商品和服

政党治理经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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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默克尔总理公开表示反对更加严格的欧盟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后，宝马集团向基民盟捐赠 69 万欧元。参见 http://www.

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bmw-quandt-familie-spendet-an-cdu-kritik-von-parteienrechtlern-a-927959.html.

8 1995年 10月 16日，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就社民党《行为准则》达成一致。次日，社民党理事会（Parteirat）亦就《行为准则》

达成一致。

务）的形式吸引新党员。此外，《选举法》规

定所有竞选公职的人员均须“披露收入类型”

（《选举法》第 8 条第 7 款）。社民党还审查

通过委任、党内职务或政治职务获取主要或额

外收入的党员是否按时足额交纳党费（财政章

程第 2 条）。此外，还有关于收受和拒绝（例

如来自议会小组、政治基金会或外国人的）捐

赠的明确规定。另外已经提出了制定一套标准

的倡议，该标准针对那些向捐赠者提供特定经

济或政治利益的捐赠。7  通过以上途径，社民党

力求防止金钱对其决策者的总体表现乃至单项

决策产生影响。尽管该等做法也已受到法院裁

决和法律规定的严格限制，但目前尚未取消。

   尽管如此，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于

1995 年实施某单行条例，旨在监管党内当选代

表和公职人员的行为。8  若党员违反条例规定，

其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社民党原则。此类违反行

为可能因此导致仲裁委员会启动诉讼程序以及

相应惩罚。

   《行为准则》规定党员不得在党内集中担任

过多政治职务或其他职位、接受过多委任。关

于自身商业利益，社民党党员必须“为接受严

格标准做好准备”。社民党鼓励广大支部以批

评的眼光看待党员就职、接受委任以及出任

党内职务。支部应保证“防止责任过分集中、

利益冲突及超负荷工作”（《行为准则》第 I

部分）。

   党员不得集中担任过多职务或接受过多委

任，亦不得拥有两个以上当选职位，地方支部

除外；不过没有轮职方案和委任限制。若专职

党内工作人员接受领薪委任，其原有职务将作

停薪留职处理。原则上，任何领取出席费和月

薪者均不得在监察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接受超

过两项委任。

   与公务员一样，社民党的专职人员禁止收

受奖励和礼品。此外，公职人员不得收受机构

或公司好处，在该好处与其职务相关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这类好处包括银行、储蓄银行或信

贷机构提供的恩惠，公用事业行业（电、水）

提供的服务或供给品，公司以及旅行和度假折

扣，或者公寓或不动产购买或租赁折扣。此外，

公职人员与当选代表（一方）与开展经济活动

的公司（例如建筑公司）（另一方）之间的私

人法律事务和聘用合同不被视为私人事务。明

确鼓励公职人员防止产生“利益冲突的印象”

（《行为准则》第 II 部分第 7 条）。

   利益导向型出资往往被宣称为捐款。允许官

员和当选代表筹集资金，但单笔现金捐赠金额

不得超过 1000 欧元。所有捐款均须载入社民党

年度报表，上报联邦议院议长。超过 50000 欧

元（含）的捐款和捐款者姓名必须立即上报联

邦议院议长。个人（自然人）和公司（法人实

体）的捐款可为现金和现金价值服务。9  通常认

为他们捐款是为社民党开展政治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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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部分公众的捐款目的是阻止社民党实现特定

政策，例如政党决策中的具体内容（《行为准

则》第 II 部分第 8 条）。若社民党党员就任联

邦州行政机构的当选职务或任职于政府行政机

构，其不得为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要求、接收或

接受利益承诺，否则可能被指控消极贿赂。为

自己或其他任何人收受利益——或利益意向或

承诺——以此换取其职务范围内某项行为的党

员将被指控贿赂。最高惩罚是 5 年有期徒刑。

   典型腐败案例涉及金钱、礼品、工作机会

或者提供打折商品和服务——例如旅行、住宅

建设。用于个人或其他用途的现金出资——例

如面向社会福利设施的出资——常常打着向社

民党捐款的幌子。若政党活动由企业赞助，该

政党或会很快陷入灰色地带，原因是外界可能

因此怀疑赞助商试图为接下来的决策营造有利

环境。政客与企业家或商界巨擘之间的私人关

系可能不仅有助于共同利益，还会有助于追随

政治载体的职业生涯。

六、结论
   关于政党内部组织和决策原则的宪法和法

规规定了政党管理的约束性框架和固定责任。

此外，组织章程、财政章程以及仲裁规则规定

了决策过程的内容和顺序、党内机构和党员的

责任以及正式冲突管理规则。领导层问题以及

派系分裂和有时出现的意识形态分裂往往形成

政党政治工作和政党自身的背景特征。目前已

设想众多改革，藉此提高政党管理有效性，增

强政党号召力——例如通过扩大党员参与可能

性以及为非党员提供参与机会。这绝不意味着

政党领导层的权力削弱，但至少可进一步提高

其管理透明度。若增强下级机构实力，则有可

能阻止集权化趋势。社民党的最新组织改革——

为此曾咨询由多个领域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

会——也是基于此目的而发起的。本次改革能

否取得期望效果仍需拭目以待。中央政党机构

改革同样如此，该领域改革废除了社民党主席

团，缩小了执行委员会规模，同时成立了小型

党代会。社民党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改变中央机

构和最高官员的态度，最终提高党员和支部的

参与程度。

   政党管理的首要问题在于党员（党员数量

下降、招募）和财政事务（捐款减少、政府拨

款及党费，部分党员未交纳党费）。选举结果

失利（例如 2009 年）对社民党的财政能力产生

了额外的负面影响，导致政治工作难度加大，

社民党由此更加依赖捐款，竞选活动期间尤其

如此。

   由于政治和经济决策往往相互交织——社

民党内的情况略好，但在公职人员和当选社民

党代表参与此类决策时情况较严重——若公务

人员被承诺获得一定奖励，则将产生许多问题。

因此，社民党内没有关于腐败案件（这类案件

从刑法上看是重要的）的报告，但屡次出现关

于腐败公职人员或当选代表的报告。这些报告

9 2009 年上届联邦议院选举期间，社民党所获捐款占其收入近 11%。约 1880 万欧元主要来自党员和支持社民党的公民。公司

捐款总计约 420 万欧元。2010 年，捐款占总收入的份额降至约 6.5%（955 万欧元）。更多信息，请参见司库 2009/10 年财务

报告第 9页（呈交 2011 年柏林党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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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代表而言，只有实际购买选票属于违法行为。其他一切行为——例如收受利益、奖励、礼品或高额演讲酬谢金——均不

会被起诉。代表的贿赂行为仅在地方和联邦州层级被视为犯罪（德国刑法典第 108 条 e 款）。

披露由于官员谋取私利，党内措施的有效性削

弱。通常，违法者及其开展的活动会被媒体曝光，

随后移交刑事法院受审。然而，所有案件均显

示，腐败行为损害社民党及其官员的公众形象，

并且可能影响其与自身政治环境的关系。

   然而，总体而言，由于《政党法》和判例

法的确可能为司法干预提供足够可能性，社民

党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受到不利影响。不过，时

至今日，德国政府仍拒绝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提交联邦议院批准。各执政党声明《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会对联邦议院成员自由行使权力产

生负面影响，10  但此类声明显然基于腐败感知，

而非基于腐败的实际发生。此类声明还与公众

对腐败的态度相悖，与法律工作以及几乎所有

政党遏制腐败的意图相抵触。因此，该立场导

致公众对政界失望，最终将损害各个政党，虽

然社民党等政党支持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并将其纳入德国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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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党党内治理机制

孙齐庸 ( Jeyong Sohn )

一、引言
   日本自民党（LDP）从 1955 年成立到 2009

年几乎一直是执政党，仅在 1993 年到 1994 年

间有一小段时间在野。2009 年大选中，自民党

首次失去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也由此落败

成为在野党。然而，在 2012 年的大选中，在选

民对当时执政的民主党（DPJ）不满的背景下，

自民党再次掌权。接着，在 2013 年近期的参议

院选举中，由于民众对于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

政策，即“安倍经济学”寄予厚望，自民党获

得了选民的很大支持，又再次恢复其国会第一

大党的地位。

   2009 年大选中，民主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

利，实现了其长期寻求掌权的目标。接着却由

于在提高消费税税率和党的领导人选举问题上

出现内部分歧而分裂。相反，虽然自民党失去

了执政党的优势，却能在保持党内统一的前

提下实现管理变革。自民党是如何在其下野期

间成功实现自民党党内治理的？这些治理方法

与其长期执政中的党内管理经验有着怎样的关

系？

   在以下第一部分中，我将探讨并解开在易

于引发党内冲突的情形下，自民党能保持党内

管理的谜团；接着，在第二部分回顾自民党组

织结构后，我将在第三部分侧重从政党领导选

举和决策过程的角度考察自民党的党内民主本

质。而在接下来的第四部分，我会探讨政党领

导如何处理党内冲突以及这是如何影响附属立

法者对于政党纪律的态度的。最后，在第五部分，

我将讨论为避免陷入政治丑闻，自民党在防止

和控制腐败中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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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谜团：多元一体？
   自民党政党结构的性质使得该党很难维持

团结。

   第一，自民党党内立法者的政治立场是各

不相同的。与西欧国家政党的情况不同，自民

党并非一个产生于传统社会分歧的政党。因

此，它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不是通过意识形

态的支持，而是通过获取广泛选民支持，即是

一个所谓的“全民党”。此外，在 1994 年实

行混合代表制（PR）以前，日本长期使用单记

不可让渡投票制（SNTV）。在该投票机制下，

立法者往往依赖于支持团体的个人支持而非政

党，这就常常促使立法者拥有广泛的政策立场

（Tatebayashi 2004：35–44）。

   第二，自民党内有九个派系，它们之间的

竞争关系会破坏政党团结。最初的五大主要派

系分裂后，越来越多立法者倾向于无派系。这

些派系在政党领导选举中的约束力也在下降，

因而，各派系首脑也就没有必要在这种选举中

竞争了 (Krauss and Pekkanen 2011: 138–

149)。不过，各派系继续在培养立法新人和非

内阁部会职位分配以及党内和国会职务分配中

发挥作用。图 1 显示的是各派系在 2013 年 7 月

时的规模。

   第三，显而易见，自民党本部和地区组织

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可能出现。一般来说，地区

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组织性，仅仅是立法

者个人支持者团体的松散网络（Nonaka 2008：

113–126）。然而，正如下面讨论的，也有本

部和地区组织在政党领导选举和地区候选人挑

选上产生冲突时的情形。特别是扩大地区组织

在政党领导选举的参与会使不同意见出现。例

图 1：自民党党内派系规模（截至 2013 年 7 月）

来源：《朝日新闻》，2013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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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2012 年 9 月举行的选举中，地区组织的

投票比例高于国会议员。尽管石破茂因地区选

票赢得第一轮选举，但是在决胜选举 1 中，安

倍晋三成为赢家。2 在决胜选举中，只有国会议

员的选票才被考虑。之后，地区组织要求修订

选举规则。3

   尽管有这些特点，自民党却能在其重新掌

权前的近四年在野期内保持团结。这是怎么做

到的？

三、自民党的政党组织
   自民党总部是一个包含很多支部的庞大组

织。在党的领导人（党总裁）之下，自民党最

高领导人是干事长、总务会会长和政务调查会 

(PARC) 会长。

   作为事实上的第二把手，干事掌控着党组

织，包括人事局、财政局、信息研究所和国际局。

同时，除了监督选举活动，干事长通过参众两

院的规则和管理委员会以及党内的国会事务委

员会指导国会程序和国会对议案的审议等。

   总务会是党内最高的永久性决策机制。总

务会会长要在总务会中发挥达成共识的作用。

其中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全体意见一致性。

   政务调查会会长负责政务调查会的运作，

包括政策研究和决策。政务调查会活动直接向

政党理事会和总务会会报告，而总务会的决策

要受党的监督。

   在地区组织方面，自民党在每个选区或当

1 根据总裁选举法（第 23 条），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就由国会在两个获得最高选票的候选人之间

举行最终选举。

2 《朝日新闻》，2012 年 10 月 10 日。

3 《朝日新闻》，2013 年 3 月 9 日。

图 2：自民党地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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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政府 4 都有支部，并在每个地方管辖区设

立党支部联合会（图 2）。然而，围绕个人支

持团体和地区组织展开的联合会活动通常是不

活跃的。众所周知，因为自民党要依赖支持者

和利益团体的选票和政治捐款，因而要向他们

进行利益分配（Saito 2010: 21-51）。因此，

当一个人加入一个自民党立法者支持团体而成

为党员时，对其具有优先地位的是支持团体而

不是整个政党。

四、自民党党内民主

政党领导人选举程序

   自民党领导人（总裁）按照总裁选举规定

选举。然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召开党大会，

而在参众两院党员联合全体大会上选举继任者

（《自民党党章》第 6 条第 2 款）。根据总裁

选举规定，拥有选举权的人士包括自民党附属

的全国国会议员、过去两年一直缴纳党费的党

员、过去两年一直支付会费的自由全国代表大

会（旨在支持自民党的政治机构）会员，以及

获得党本部管理委员会批准加入的全国政治协

会（自民党的政治献金组织）的个人会员和企

业会员代表。

   自民党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引入党内领导人

预选，使党员参与选举成为可能。同时，长

期来看，允许党员全面参与的趋势（Uekami 

2008: 225–228）已经形成。截至 2013年 8月，

表 1：近年党内总裁选举和选票分配变化

来源：自民党网站；《朝日新闻》文章搜索系统。

4 除了类似选区或地方市政府这样的地域划分外，还有一些职业 / 利益团体分支，分别代表特定的行业，比如建筑业或医药行

业等（自民党党章第 83 条，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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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选举方法是向每个县分配三张基准选票，

然后再将159张选票根据选民人数分配给各县。

如表 1 中所示，自 2003 年总裁选举开始，总共

向各个地区组织分配了 300 张选票。在 1995 年

和 1999 年的选举中，来自地区组织的选票比例

分别占总选票数量的 20% 和 28%，但该比例在

2003 年超过了 40%。此外，自民党在 2009 年

大选中的落败导致党员人数减少，这使得在过

去两届领导人选举中地区组织投票比例上升至

60%。

   如上所述，石破茂在 2012 年 9 月的第一轮

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数，但是第二轮的投票人

仅限国会议员，因此安倍晋三最终当选总裁。

在那之后，地区组织要求更改选举规定，并于

2013 年 3 月完成修订。这意味着之前在决定性

的一轮投票中没有投票权的各县，都将分配到

一张选票（《总裁选举规定》第 23 条）。

政策制定过程

   自从自民党维持一党独大后，国会审议逐

渐由所谓的“执政党预审”替代。同时，自民

党通过并采用为政策的议案需要通过政务调查

会审议。政务调查会中，根据各省厅以及国会

委员会框架，各部会学习、研究并制定政策（《自

民党党章》第 47 条）。同时，如有必要，可在

政务调查会会长的监督下设立调查会和特别委

员会（《自民党党章》第 48 条）。政务调查会

所做的决定需向总务会汇报，只有在总务会决

定后才接受党的审查。

   标准的政策制定过程始于政务调查会下设

的部会或部会建立的分委员会。通过自由交流

意见和问答环节，各部会在部会长裁量下试图

统一意见。接下来，政务调查会下设的政策审

议会的决定汇报至总务会。总务会要求达成一

致意见，如果存在不同看法，均会逐渐解决，

直至全体同意。

   由此可见，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也被用

作保证党内纪律的手段之一。换言之，通过

让每个党员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而保持团结

（Tatebayashi 2006: 167–195）。与日本民

主党加以对比有利于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2009 年大选后，日本民主党政府废除了本党的

政策调查会，将政策制定集中化。然而，民主

党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随之而来的政府与政党二

元体系，因为未担任政府职务的党员被排除在

了决策过程之外。未能成功发起组织改革是民

主党日后走向分裂的原因之一。

五、自民党党内冲突的解决

处理党内冲突

  《自民党纪律规定》包括各种措施来处理以

下情况：

     (i) 违反党纪；

     (ii) 损害党员个人尊严；

   (iii) 不按党的决定行事（《自民党党章》

第 96条）。

    其中，(i) 和 (iii) 针对的是由对政策或候

选人遴选有意见分歧而产生的党内冲突。

   《纪律规定》规定了八类处罚措施，发生上

述类型的党内冲突时，由党纪委员会执行处罚。

如图3所示，根据情况，党纪可应用于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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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党纪委员会执行的处罚种类

来源：《自民党纪律规定》。

从仅限于“建议遵守党纪”的轻罚到非常严厉

的处罚方式，例如“建议退党”及“开除党籍”。

   表 2 列出了从 2009 年大选失败到 2012 年

再度执政期间，自民党对党内冲突执行的处罚。

2011 年 6 月，浜田和幸接受了时任日本首相菅

直人提供的总务省政务官一职，随后向自民党

提交了一封辞职信。然而，自民党并未接受他

的辞职信，而且决定将其开除。与此相反，对

于反对法案或决议的情况，自民党通常使用“警

告”或“停职”之类较轻的处罚。例如，对于

反对或放弃邮政民营化审议法案投票的四名立

法者，自民党主要进行党内调解，只是在党纪

之外发布了一项“严厉警告”。2005 年，许多

反对邮政民营化法案的自民党立法者都遭到了

“建议退党”和“开除党籍”的严厉处罚，但

是这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的特例，因为小泉

将推进邮政民营化作为他的首要任务。

   在此框架下，2012 年 6 月消费税率法案一

事中，自民党为保证党内管理所采用的措施相

当引人注目。法案投票表决时，自民党领袖宣布，

反对法案的立法者“不排除（会被）开除党籍

的可能性”5  最终，仅有一位立法者，也就是中

川秀直在众议院投票表决中弃权，受到了党纪

委员会“暂停党内职务”较轻的处罚。

    除了极端情况，例如叛党或作为另一政党候

选人竞选的情况之外，几乎没有“开除党籍”之

类的严重处罚。然而，对 2005 年邮政民营化法

案反对者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充分表明，政党领袖

可以通过暗示“不排除开除党籍的可能性”来加

强党纪。

对党纪的态度

   之前已经提到，自民党国会成员很大程度

上依赖主要由个人支持者团体组成的支持者网

络。因此自民党国会成员尽管属于同一政党，

却常常政见不一。然而，如上所述，政党领袖

设法防止对政策和政党运作相左的意见凸显，

以此维护党内纪律。

  图 4 将 2012 年大选中获选的自民党和民主

党立法者对“国会投票期间，政党应该尽可能

多地强调党纪，使本党所有立法者能够依照党

纪行事”这一调查问题给出的答案进行了对比。

自民党立法者中约有 63% 赞成按党纪行事，只

有 16% 接近于反对意见，即“附属党派的立法

5 《朝日新闻》2012 年 6 月 26 日。

表 2：2009 年以来自民党与法案投票相关的主要处罚

来源：《朝日新闻》文章搜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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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该能够依据个人的政策偏好行事”。相比之下，民主党的胜选者中有30%对遵守党纪持反对意见，

这意味着民主党党内管理不如自民党稳定。

图 4：对党纪的支持情况（2012 年众议院胜选者）

来源：2012年众议院选举，数据来源于东京大学、谷口研究室和《朝日新闻》共同对候选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参见：
<http://www.asahi.com/senkyo/sousenkyo46/asahitodai> ( 最后访问时间：2013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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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防与控制腐败的措施
   在战后日本的政治中，“权钱交易”丑闻

频发，这些丑闻大多源于与自民党相关的腐败。

在野党就政治腐败的问题向自民党施压，同时

强调要加强竞选活动经费筹措的相关规定。与

此同时，自民党建立了选举系统理事会来逃避

选民的批评，同时还试图阻止加强立法限制。

因此，自民党成功掌权日本长达 38 年，但是预

防政治丑闻已经成为自民党的重要事项。

   出于树立政治道德规范的目的，自民党设

立了政治道德听证委员会（《自民党党章》第

8 章）。如图 5 中所示，当出现涉嫌违反《政

治献金控制法案》或自民党于1980年颁发的《道

德章程》的情况时，政治道德听证委员会进行

独立调查（《纪律规定》第 22 条）。在政治道

德听证委员会调查的基础上，自民党党纪委员

会将启动质询流程。如果确实证明某党员导致

了自民党遭遇政治上的不信任，则自民党党纪

委员会将根据自民党的《纪律规定》实行处罚

（《纪律规定》第 23 条）。

   如果说自民党颁布的《道德章程》在帮助

树立政治道德规范方面具有象征价值，那么《政

治献金控制法案》则是自民党维护与政治腐败

相关的党内纪律而做出的实质性努力。二战后

图 5：违反政治道德规定的处罚流程

来源：《自民党纪律规定》。

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政治献金筹措系统

主要侧重于限制政治献金筹集和开支，而其中

的限制相当宽松；例如，允许企业和工会既向

政党捐款又向候选人捐款。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治改革中，相关监管得到了加强，

只允许企业和工会向政党捐款。此外，在民主

党和自民党于 21 世纪初开展的改革竞赛中，相

关监管规定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对收入和开支

报告的限制更为严格。

   举个例子说明自民党对政治丑闻的处罚：

2002 年，由于众议员田中真纪子涉嫌挪用由国

家财政供养的秘书的薪水，自民党党纪委员会

决定暂停其党员资格。

   然而，由于很多人在党纪委员会实行处罚

之前辞职或脱党，因此许多案例并没有进入处

罚环节。

七、结论
   通过利用政党领导人的权威，同时也利用

各种党内机制，自民党成功保持了严格的党内

纪律。换言之，尽管单个立法者具有政治多样

性，但自民党通过允许立法者参与政策制定流

程，成功维护了党内纪律。当出现党内冲突时，

政党领导人会宣称将根据规定从严处罚，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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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提高立法者的忠诚度。此外，政党领导人选

举程序显示，自民党试图通过逐渐允许党员全

面参与选举来确保其合法性。

   尽管自民党再一次成为执政党，在国会中

占有 400 个席位，但它仍然面对着既要调整党

员之间的分歧，又要预防党内冲突的双重挑战。

目前，自民党要做出几个艰难决策，如宪法改革、

社会福利改革和消除财政赤字，这就需要谨慎

的党内协调。自民党如何在维护党内团结的同

时做出这些重大决策，仍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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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延续与转型

周建勇 ( Zhou Jianyong )

改革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延续与转型

一、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西达 • 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

以及埃里克 • 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等

为代表的“回归国家学派”（Bring the state 

back in）提出在政治研究中要把国家找回

来。1 考虑到中国的党政或党和国家是如此密切

地结合在一起，多数学者都承认，在分析中国

政治时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Bring 

the CPC back in），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治。2  在官方语境下，对中国共产党

转型的最初表述体现在江泽民建党 80 周年的讲

话中：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

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

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

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

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简单来

说，即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中共要从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2012 年十八大报告进一

步指出：中共要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

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改革以来中

1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ric Nordlinger,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比如Zheng Yongn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Kjeld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Zheng Yongnian and Kjeld Brodsgaard,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The Party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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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论坛》，2013 年底 8期（下），总第 414 期。

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表现出政党转型的想法，

2013 年 8 月《人民论坛》发表的十多篇政党转

型的文章 3 就是明证。

二、党的结构和党员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是按照党章规定的

原则确立的，最近一次修改党章是 2012 年党的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概括地讲，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

图 1：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图

转引自：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6 页。

个层次构成。此外，还包括中央和地方党的委

员会的派出机关以及党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

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党组；另外一个非常重

要的内容就是军队及其党组织。党的地方组织，

根据行政区划设置，包括省、市、县三级。（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基

本维持原样，除了 1982-1992 年期间曾经存在

顾问委员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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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结构图

来源：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3/6418742.html，访问日期：2011-4-18

党的中央组织

   党的中央组织主要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1992 年

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基本上延续

了 下 来。1992、1997、2002、2007 和 2012 年

党章对中央组织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授受

关系基本未作调整。（图 2）

党的基层组织：探索地域为基础的组织

设置

   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基层党组织在组

织形式和组织设置上有一些原则性的变化。

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各领域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

覆盖，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

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

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

在以地域、单位为主设置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

按照便于党员参加活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要

求，探索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在地域

型建党方面，近 10 年来的探索有：

    第一，单位建党原则和地域建党原则并存。

这一变化同单位体制的逐步解体以及社区体制

的逐步完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随着社会日

渐去政治化，基层党组织在设置上也出现了去

政治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基层党建逐渐从有行

政权力依托过渡到无行政权力依托。楼组党建

和楼宇党建就是典型的以地域为基础的，或者

“单位 + 地域”的党建格局。在活动方式上，

党员隶属于“一个组织”，可参加多个组织活动，

成为新时期党员活动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新探索。

   第二，以行政区划（主要是街道）为基础

实行区域化大党建。其基本组织架构为：将街

道的党工委调整为社区（街道）党工委，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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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组两委”（即行政组织党组，经济和社

会组织的综合党委、居民区党委），简称“1

＋ 3”新模式。其组织设置的主要特点有：（1）

创新组织设置，区域全覆盖。党组织实行“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空白、不留死角”的

网络体系，把各类党员组织起来，采取挂建、

联建、派驻建等多种新式，以网格化方式构建“全

覆盖、广吸纳、开放式”的基层党建工作新

格局。（2）突破原来条块分割的党建格局，实

行大党委制，建立区域性党委，一般为大社区

党委，党委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组织领导，而且

还包括两新组织负责人、驻区单位负责人。（3）

大力推进党员服务中心建设（或“阳光驿站”），

为区域化党建树立坚实的工作平台。

   第三，以地域为基础设置临时党组织。正

表 1：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的变化（1975-2012） 单位：（万）

说明：如果没有特别标明，均为同年底统计数据。出处：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文献选编（下）
（1949.10-1966.5）》表 1，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 年；其他年份资料来自中组部的报告。

式建制与非正式建制的并存，主要体现为临时

党支部的设立。临时党支部党员身份具有双重

性。无论是流动党员、还是本地党员，临时党

支部党员既为“正式”的基层党组织的党员，

同时也是“临时”党支部的成员，因而，他们

具有双重党员身份，隶属双重党组织，他们可

以参与双重党组织的组织生活。

党的组织规模：继续扩大

   近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规模继续不断

扩大，这既体现在绝对规模上，也体现在相对

规模上。

   党员数量变化的另一个标准为相对规

模——党员数与人口数之比。改革开放以来，

这一比重在 1981 年为 3.96%，到 1992 年为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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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国共产党的职业构成（2000-2012）

出处：作者自制

4.60%。 在 1997、2002、2007 和 2012 年， 这

一数字分别为 5.00%、5.21%、5.61% 和 6.28%，

相对规模也在缓慢扩大。第三个方面是基层党

组织的数量，2003 年为 345.1 万个，2012 年底

为 4201 万个。如果单从这三个方面来评价党的

实力，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

的实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加了。

党的组织成分：从相对固定到日渐多元

   从党内成分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新阶层

的出现，这打破了之前党内“两阶级一阶层”

的固定格局。200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巩

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对

新阶层作了界定：新阶层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

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

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

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人员

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4   最早使用“新的社

会阶层”一词是江泽民在 2001 年 7 月 1 日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些

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

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

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据统计，2002 年全国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共有党

改革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延续与转型

员 149 万名。2003 年，对发展非公企业业主和

技术管理人员入党进行了试点，共吸收 226 名

私营企业主入党。此后，非公企业党员人数快

速上升。2006 年、2008 年，非公企业党员人数

分别达到286.3万、358.2万名。截至2009年底，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员进一步

增长到384.1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9%（之

后的数字不详）。其次，工人、农民党员在总

体上仍占多数，但其比重已呈下降趋势，机关

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中

的党员比重趋于平稳上升。第三，以学生为代

表的年轻党员大幅度增加 , 但是近两年增速趋

缓。（表 3）

三、党内民主与决策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

说的过程中，正式提出和阐述了“党内民主”

这一概念，5 并逐渐深化了对党内民主的理论认

识和实践的探索。从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党

内民主建设包括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党

内选举和提名制度）、基层党员的权利保障制度、

集体领导制度等制度。6  从过程看，在经历了“文

革”的大破坏和严重停滞之后，党内民主在改

革开放以来开始了缓慢发展，在诸如任期制、

基层党员的权利保障制度和集体决策制度方面

取得了不少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内民主

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更为显著。当前，党内

民主发展尤为迫切，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党内民

主发展滞后，阻碍了人民民主发展所致；另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五位一体”的党建格局需

要从党内民主进行突破。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中共党内民主的基本观点有：第一，高度

重视党内民主的价值，“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对人民民主有巨大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但同

时强调民主与集中并重。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指

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

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

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

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

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

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第二，中国

式民主发展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

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

的大团结。

   各级党代表的产生，显示了某种“政治安

排”，即“协商”性质的民主程序与选举性质

5  1937年 5月 7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正式使用了“党内民主”这一概念。

这篇著作共分七个部分，其中第五部分的标题就是“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

“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

6 有关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归纳方法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林尚立认为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包括：党代会制度、党委制度、选

举制度和监督制度。（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新编党史党建知

识读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35-254页）中党内民主包括：民主集中制、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党员的主体

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这五个方面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即本文所

坚持的观点。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6 页。

现代政党治理——国际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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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程序相结合。对于一个大党而言，这样

的方式也有助于保证党内的“实质”民主。改

革开放以来，各级党代会代表的产生方式更加

民主，许多地方都改进了候选人的提名方式、

扩大差额选举和差额选举的范围与比例，一些

基层还探索了党代表直选制度。即基层党代表

开始出现直接选举；地方和全国党代表实现间

接选举；其次，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也不断

扩大。

   另一个探索是“公推公选”，它显示了党

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公推公选”

又称“公推直选”、“两推一选”，是由党员

和 / 或选民公开推荐候选人，然后由党员（或

党代表）/ 和选民选举党政主要领导人。其重

要性在于：政党在提名过程中参考了民意，并

且赋予一定权重；并且在产生正式人选的过程

中赋予党员或选民（程度不一的）投票权。从

目前来看，各地“公推公选”的形式，因候选

人产生方式、正式选举方式的不同而有较大的

操作层面的差别。

决策原则：民主集中制

   重大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性质和

定位来看，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

和领导制度，也是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

律，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是党的群众

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一

以贯之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决策过程中，坚持

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这不仅

因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民主原则，

7 《“三讲”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探索》（1999 年 6 月 28 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4 页。

而且也因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最具可操作性的、

应用最为广泛的民主原则。从某种程度上看，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穿于党内决策的各个方面。

1999 年，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领导班子内部议

事和决策的原则，那就是“十六字”方针——“集

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7，

之后，江泽民在不同场合再次重提了这一原则，

并认为这四句话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

精神和基本要求，既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

体现，也是领导集体加强团结的重要保证。作

为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的基本制度，必须认真

执行民主集中制。

四、化解党内分歧
   按照罗斯（Rose）的观点，中共党内分歧

和冲突是一种派别冲突而非派系冲突。按照民

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和

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种体现着高度民主

而又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中，如何形成一种合

理的协调内部关系的文化，正确地处理上下级

关系和同级关系，化解内部冲突，防止组织分裂，

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化解党内冲突和分歧的

方式有：一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包

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的

中央集权制。党员和组织、党的上下级组织之

间是垂直领导关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

从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均服从中央；

第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均实行少数服从多

数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

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8“邓小平同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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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曾经告诫我们，

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很重要，要结合新的实际，

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好好论一论。苏共从党章中

取消民主集中制后，党也就四分五裂了。”9 将

苏共的分裂解释为其在党章中取消了民主集中

制，这也是党内高层的共识。二是党内纪律。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要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通过纪律来保障党的团结统一。每一个

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一

项最重要的纪律。对于违返这项原则的，必须

给予必要的制裁，以维护党的团结。这就需要

“加强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工作。党员在党的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犯党的纪律，都

必须给以应有的处理。”10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不惧怕批

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

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1 邓小平也强调，党内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及时地帮助同志克

服缺点，纠正错误。”12 四是集中教育。近年来，

中央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教育学习，有助于维护

党的团结统一。比如讲学习、讲政治、“讲学

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教育回头看、

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

争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

五、反对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腐败问题迅速蔓延。在透明国际看来，中国属

于比较腐败国家。2002 年，在 102 个国家和地

区中排名第 59；而在 2012 年，在 176 个国家

和地区中排名第 80。13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反对腐败，十七大报

告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

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

大政治任务。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反对腐败、

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

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我们从十八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端倪：

   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

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

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反腐倡廉教

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格执行领导干

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

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

搞特权。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化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

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07页。

9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1年 4月 2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10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11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6页

12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 9月 1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1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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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防治腐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严格执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

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

作用。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

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

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过去一年多来，中共在反腐方面一些比较

醒目的理念和做法有：

   第一，高度重视制度反腐，认为制度要管

权管事管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权力关

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在于：坚持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讲话时

指出 ,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具体

来看，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观点：（1）反腐倡廉

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

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

一个是要长期抓。（2）既打“苍蝇”、又打“老

虎”；（3）标本兼治；当前重在治标，为治本

赢得时间。（4）反对特权。邓小平曾经讲到：

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

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

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

   第二，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

机制，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八届三中

全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

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第三，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健全改

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

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2012

年 12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

从具体事抓起，才能落到实处，“八项规定”

的每一条都不是一般性的原则号召，而是具有

很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界限非常清晰，便于群众监督。

   第四，重视网络反腐，成立中央纪委监察

部网站，接受网络信访举报。中纪委监察部基

本职责是：（1）对党组织、党员和行政监察对

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2）依法

应由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党组织、党员和行政

监察对象不服党纪政纪处分和其他处理的申诉；

（3）对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

建议。

   第五，实行中央巡视制度。巡视和办案是

两个不同性质的工作，其主体、程序、手段和

法规依据等都不相同。任何一个机关和部门的

职责都有边界。巡视组的职责任务就是发现问

题、反映问题，这是巡视工作条例的规定。以

中央为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

施中央一级的巡视工作，指导、推动全国巡视

工作的开展，向中央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巡

视组发现的问题、线索，分类处置：违纪违法

问题线索，报告中纪委；选人用人上的问题，

移交中组部。移交后，上述部门须优先办理巡

视移交的问题和线索，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

改革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延续与转型

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办理结果。

   此外，对于新任干部试行在一定范围内的

财产公示，也是一场“静悄悄的反腐革命”。

六、结论：一个什么样的党？
   中国共产党在发生着变化，有些是根本性

的，有些是渐进性的；没有一个政党是一成不

变的。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共产党

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兼具抽象性和实用

性：抽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等；实用——1949 年后，表现为以

平均主义的理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计划经济时

期（1949-1979 年）；表现为以经济与发展的

实效，以及对经济发展、安全、富足与稳定的

追求（1979-2004 年）；表现为对更具吸引力

的全民族认同的信仰价值（2004-2012 年）14

以及中国梦（2012 年—今）——它是一个理

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并存的政党。奥斯丁 • 兰

尼 (Austin Ranney) 将政党区分为使命型政

党（Missionary parties） 和 经 纪 型 政 党

(Broker parties)15，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共

又是一个有高度使命感的使命型政党。

   中共组织建制灵活多样，从以单位化建党的

列宁主义政党走向地域化建党，与此同时，它

依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共已经不是一个

纯粹的列宁主义政党。中共有8512.7万名党员，

党员数不断增加，它是一个大众型政党（mass-

party）；它力争代表最广大多数人的利益，将

新出现的各个阶层囊括其中，它类似于全囊括

型政党（catch-all party）；从政治决策的

角度看，它是一个精英政党（elite-party）。

从多个维度来看待中国共产党，有助于我们认

清中国共产党，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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